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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立基於「大歷史」的角度，分析在「早熟的大一統」的傳統中國帝制

在技術條件、物質條件與文化條件都是處在于未完全成熟的狀態下。統治者不得

不依賴龐大官僚階級統治和管理大一統的帝國，因而採取了一種「間接式」的統

治模式。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要透過對中國歷史的一個朝代與皇帝——即清朝雍正

帝的財政與治理的各項措施的研究、來探究傳統中國帝制社會的統治者的治理模

式，以便深入瞭解中國傳統社會的特殊性。我們將從社會歷史整體發展的角度，

也就是歷史社會學或社會史的角度出發，而非從個人性格或道德評價的角度來看

待雍正一朝的統治模式，以便發掘傳統中國皇權統治的社會歷史條件。在總體分

析了傳統中國帝制的統治模式，進行一個歷史社會學的總體分析，以證明財政稅

收問題會成為傳統中國政權的致命難題。而產生這一難題的根本原因——在於中

國很早就必須面對一個「大一統治理」的難題。最終它成為朝廷興盛與衰亡的重

大關鍵。 

 

 

 

 

 

 

 

關鍵字：早熟的大一統、治理、雍正朝、稅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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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The research is based on the views of macro- history using the great unific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imperial state political conditions, material conditions and cultural 

conditions which are not fully matured. The rulers had to rely on huge bureaucratic class 

rule and the unified empire, and  thus take an “indirect rule”. 

The main objectiv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ways how traditional Chinese 

imperial rulers governed the country’s socio-political and tax systems and the measures 

they took to develop the country. In order to ha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society, special interests are focused on how he 

stabilized the country’s political situation, how he initiated social and economic reforms, 

how he reformed the fiscal administration and strengthened the authority of the throne. 

and not focused on the personal and moral characters of Emperor Yong Zheng. Moreover, 

the mod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imperial domination is also used to analyze the history 

and social conditions of the country. It is also used to demonstrate how the prevailing 

system of  financial and taxation had eventually led to the downfall of the government 

of the ruling dynasty. 

 

 

 

 

 

Key Words：Early Grand Unification、governance、Emperor Yong zheng、T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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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社會歷史條件探究統治者的治理模式——以雍正一朝爲例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和問題意識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要透過對中國歷史的一個朝代與皇帝——即清朝雍正帝的財政與治

理的各項措施的研究、來探究傳統中國帝制社會的統治者的治理模式，以便深入了解中國傳統

社會的特殊性。我們將從社會歷史整體發展的角度，也就是歷史社會學或社會史的角度出發，

而非從個人性格或道德評價的角度來看待雍正一朝的統治模式，以便發掘傳統中國皇權統治的

社會歷史條件。在此，我們先從對雍正皇帝的「正反評價」談起！ 

 

雍正帝有兩個？ 

  本論文研究的原始動機，來自於人們對雍正帝有兩個差異甚大的歷史評價。第一個評價，

流傳於雍正年至現今；第二個評價，則是在近代誕生。前者，將雍正帝以及關於他的故事、傳

聞和種種謎團多圍繞其得位不正、殺父、逼母、弒兄、屠弟、貪財、誅忠等惡事。還說雍正帝

是一個好殺、疑忌、酗酒、婬色、好謏和任佞等等之徒。在雍正年間，曾靜和呂留良等人的《逆

書》中，更是直指雍正帝得位不正以及以上種種罪狀。這些林林總總的罪責自形一套的説法，

在雍正年就到處流傳，並非開始於後世。雍正帝為了辯解曾靜等人指責他的十大罪狀而編著《大

義覺迷錄》
1
自清，爲其得位正名和一統的合法性作辯護，然這些説法卻懞上不打自招、越描越

黑的負面印象。因此，雍正年間至今，不少小説和稗官野史的內容，大都將他描述成殘忍苛刻

的暴君、喜怒不定的獨裁者、恐怖特務的領袖、喜愛祥瑞、偏好神仙、大搞密摺、挑動政爭，

是個一無是處的人。從以上的闡述，不難知道雍正帝在歷史上，大家給於他的評價是相當的低；

而且是一位喪盡天倫、無惡不作的暴君。 

而第二個評價的雍正帝主要來自於近代許多學者（包含許多歷史小説家）的研究，他們所

                                                
1 雍正七年（1729 年），清世宗胤禛因曾靜反清案件而刊佈此書《大義覺迷錄》全書共四卷。內收有雍正皇帝本

人的十道上諭、審訊詞和曾靜口供四十七篇、張熙等口供兩篇，後附曾靜《歸仁說》一篇。資料來源：百度百科

http://baike.baidu.com/view/42265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1007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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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繪的是一個迴然不同形象的雍正，例如近代的中國歷史小説家二月河所寫的《雍正皇帝》，

以及劉和平等人編劇和改編二月河小説的《雍正王朝》一戲，將雍正帝描述成日夜奮發、勤政

愛民、極力改革的好皇帝。此戲在某個層面可以説是在為雍正帝翻案。到了近年，許多學者如

馮爾康的《雍正傳》《從歷史長河看雍正帝地位》、陳捷先的《雍正寫真》、莊吉發的《清史講

義》《清世宗與賦役制度的改革》、梁希哲《雍正皇帝》、黃培《雍正帝與清史》、郭福祥《雍正

帝寳璽的相關問題》、佐伯富《清雍正朝的養廉銀研究》……等人紛紛出書和發表論文為雍正

帝平反。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 2010 年兩岸故宮首度攜手合作開展清世宗文物，並舉辦爲期三

日的兩岸故宮第一屆學術研討會學術研討會——「為君難：雍正其人其事及其時代」，分別集

結為兩本書籍：一本為《清世宗文物大展》和多位學者所撰寫的論文集結成《雍正其人其事及

其時代論文集》。這些學者和研究人員的文章中提出雍正皇帝的所作所爲是歷代少有的、他的

性格鮮明，且對他的成就非常的肯定。學者們從史料一一舉證，雍正皇帝是一個惟日孜孜、勵

精圖治、又抱定決心改革，在他推行的一系列政策：攤丁入畝、耗羨歸公（賦稅制度）、士民

一體當差、制定主佃新律、除豁賤民、擴大墾田，興修水利、創立軍機處，建立健全密摺制度、

不拘滿漢和不全論資歷用人，注重才能、改革旗務、整肅官吏、在西南實行改土歸流等等政策，

他給國家帶來正面和有利的發展，是創作另一個巔峰時代——乾隆盛世的推動者。 

從兩個評價來看，我們清楚知道這兩個南轅北轍的評價是指同一人——雍正皇帝。但爲什

麽在不同的時空背景下，歷史給於的評價和描述似乎是指兩個不同的人。這當中説明了什麽？

是什麽原因造就這極大的差異？到底是哪個説法出了問題？ 

在大量收集資料中，筆者發現對雍正之所以有南轅北轍的評價，在於不同角度的詮釋和解

讀以及人們看事情的關注點、角度已有所改變。之所以有這些改變是基於人們在解釋事件的角

度通常是受到當時時代社會思維方式或社會風氣的影響，因而致使歷史的詮釋會因時代不同而

有所差異。所以，我們必須回歸到那個時代、那個歷史背景來探個究竟。 

本研究的主要出發點是透過雍正皇帝正反評價這個爭議作爲研究的起點或例證，藉由「大

歷史」的觀點深入分析中國帝制統治的可能性以及根本的難題和窘境。我們從雍正皇帝的一個

具體例證出發，來分析這種兩面評價。也就是雍正「追討國庫錢糧」事件，因而他獲得「嚴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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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君」之名。 

在封建社會，罷黜百家，儒家獨尊的時代。士大夫和歷代臣子皆受到儒家思想
2
的教育深

遠，對於高高在上、統治國家的“君主”，心中既有一套“仁君”潛在的標榜。“仁”就是以

仁修身、修德、修慧，作爲君王要寬愛下屬、能夠寬容下屬的過錯……對於雍正帝是一位既「嚴

苛」又力於「大興改革」的皇帝，其所作所爲實與士大夫心中的“仁君”相違。在《雍正王朝》

一戲劇中，雍正帝對虧欠國庫的官僚/士大夫決不手軟，窮追不捨、限期還款、抄家抵債、殺頭

懲貪、等等嚴苛之極的做法……而一向將皇帝以「仁」「無爲」等面向衡量一個皇帝的品性以

及其作爲的官僚/士大夫階級眼中，雍正帝成了暴君、非仁君也；但在現代社會——國家治理的

角度，他是一個積極改善國家財政和修正貪污弊端的改革家。 

從以上“追討國庫錢糧”的例子中，不難了解人們在不同的時空背景下對歷史的詮釋和分

析角度已有所改變。然這些改變，只是説明人們思考的和關心的角度因時代不同而有所改變而

已嗎？就筆者閲覽資料中顯示，這種種的改變都和帝皇制度、官僚體系、社會階級、國家經濟

之間息息相關。就以“追討國庫錢糧”的例子而言，官僚/士大夫認爲雍正帝追討國庫欠款的手

段過於嚴苛、不近人情；在這我們暫且不論雍正的追款手法，但我們必須知道，官僚/士大夫之

所以有怨言，是因爲這件事、這些手段正是衝著他們而來！也就是說，官僚/士大夫們常年中飽

私囊、侵吞國稅，一些借了國庫錢糧卻想盡辦法拖欠不願歸還，一些根本就還不起就乾脆耍

賴……明顯地，官僚/士大夫階級奪取了國家的稅糧，造成國家稅糧嚴重欠收，以致國庫虧空。

在國家急需集資救災抗戰之時，更顯現出官僚/士大夫階級與國家的衝突，以及威脅帝國的強弱

與存亡。表面上，這是皇帝自身是否精明，嚴格或寬容大度的問題。實際上，這涉及不同階級

之間的利益鬥爭的問題。因此，兩者間的利益糾葛必定影響一個國家經濟和發展，這一點是肯

定的。那身為大一統的皇帝，他應該如何自處？如何管理一個如此龐大的國土？皇帝與官僚/

士大夫階級又是一個怎麽樣的關係？皇帝在面對官僚/士大夫奪取國家資源時，他又扮演一個怎

麽樣的角色？ 

在此我們回歸到歷史的的文獻。所謂的歷史是由人們所記載過去的事情，但記載過程不可

                                                
2 這裡所指的儒家思想，是董仲舒所開展出來——新的儒家思想，與先秦儒家已不同。進一步的説明，請參考第

二章文獻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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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將事情原貌如實記錄，因此記錄的過程勢必以選擇性作為記錄，也可以說歷史所呈現的不是

過去事件所發生的全貌，而是事件整體的發生去作記載。故記載中並非能呈現事實真相，那麼

如何詮釋歷史，人們自有了可以自由評斷的模糊空間。 

在帝制大一統的國度，掌管史實的書寫和歷史詮釋的權力是落在士大夫階級，亦即史官所

評斷。一個朝代和皇帝的功過也是由士大夫做評斷的。執筆者之歷史觀亦受當代思想的影響，

因此解釋雍正帝的歷史得以不同，由於詮釋的差異正透露中國人在看待歷史的機制有了改變。

這改變，不再是由傳統士大夫腳色所詮釋，而是由中國近代的社會思想去詮釋雍正。因此對於

雍正評判不是如士大夫評判的角度，而是一種異於以往從社會歷史整體發展的角度出發而對雍

正的評判。故筆者希望透過這種「中國人的思維方式」的改變，探究這個思維方式如何在歷史

時空的差異展現出來。 

嚴格説來，這正是「中國人思維模式」的改變所造成的結果。原本中國傳統時代，儒家思

想深入人心，成爲官方與民間看待統治者的普遍模式，「德政」，「寬容」等統治模式被高舉，

雍正的許多嚴苛作爲，自然不得史官或稗官野史的青睞，因而獲致駡名……隨著民國以降，中

國人思維方式開始有了新的改變。不再單單從「道德」、從「人格」的面向看待歷史及歷史人

物。而能從社會的、經濟的或文化的層面，全面來監視自己的歷史。由於「思維方式」的改變，

帶來了「史觀」的改變，使得我們對於雍正的評價有了翻轉的可能。正是因爲社會史觀、經濟

史觀、唯物史觀……等不同觀點的撞擊與催化，雍正的獨特統治模式，他的成就與他的局限、

才能以全新的面貌呈現出來。這正是本研究的核心關懷之所在。 

在此，從帝制大一統的基本架構中分析雍正帝在大歷史的縱觀面和清朝所呈現的定位如

何。面對奪取國家資源、稅糧的官僚/士大夫階級，歷朝皇帝和雍正帝又採取了什麽政策來改善

或解決這個國家財政問題？ 

從資料顯示，“財政”是歷朝統治者一個很核心的統治問題。這説明了，每個朝代都有稅

糧被官僚/士大夫利用種種方式剝奪的情況。這是社會結構的問題嗎？還是帝制統治制度有根本

的困難以及統治技術的不足？ 

從本研究的關懷而言，不論從清朝一朝的角度，或是從整個中國歷史發展的角度，雍正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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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的作爲與成果具有一個獨特的意義。筆者選擇雍正帝作爲研究起點，原因有二。第一點，首

先，就清朝而言，雍正帝在清朝歷史處在承上啓下的特殊位子，作爲康熙晚年衆多弊病的修整

和改革者，將走向衰敗的清朝推向盛世而鋪路，其所在的位子與政功/績不可漠視。第二點，就

整個中國而言，雍正皇帝所面臨的處境，其實是歷朝各皇帝均可能面臨的狀態，正如本研究接

下來會説明的，這個共同的處境狀態就是皇帝如何能夠從百姓手中獲取足夠的「財政稅收」？

而雍正帝正是歷年歷代對財政問題所實施的政策，可説是最嚴厲、最積極，也最務實，最具有

代表性的「改革皇帝」，其政策是否成效、是否解決了歷朝核心的統治問題（也就是財政問題）？ 

因此，本論文希望以文史資料和歷史學者的論點作爲輔佐，以及雍正年的社會歷史條件
3
來

探究統治者的施政模式與變遷。 

 

第二節 研究方法 

本論文主要以歷史社會學
4
作爲研究方法。本研究著重於了解中國歷朝和清朝在統治上的

可能以及在統治上的核心問題——財政問題（國家資源被奪取的問題）。筆者主要收集文獻史

料作爲分析。將採取兩個研究路徑（視角）： 

（一）在研究方法的基本取向與視野方面，本研究將採取所謂「歷史社會學」的角度與觀點，

我們不將研究對象視爲一個單獨、抽象的個體，社會現象並不等同於心理現象，所有在

歷史中發生的事物，都是在一定的社會歷史的歷程中深受社會歷史結構性因素的影響。

因此，本文將從“大一統帝國”的形成和統治架構的形態，作爲了解歷朝的統治可能、

局限和歷史背景。 

（二）在具體的研究方法上，筆者將採用歷史文獻分析法（Historical document Analysis），透過

對中國史、清史以及雍正一朝的各項歷史文獻的分析及詮釋，來尋找其中可能的發展

因緣與影響。在此會從以下三個面向入手，以文獻史料佐證全文： 

1.引用歷史文獻、典籍、史料等佐證，如《雍正硃批奏摺選輯》《雍正朝起居注》《清史

                                                
3 這裡的社會歷史條件所指的是：在帝制統治的社會條件、制度下。 
4 歷史社會學，是一門主張強調對社會現象的研究必須考量歷史因素，社會現象本質上就是歷史過程中社會互動

的結果。詳文見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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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實錄》《大清會典事例》《清經世文編》《清史稿》……。 

2.以近代歷史學者的論文、著作、期刊等輔佐分析雍正一朝的社會背景、當時的社會局

勢與歷史條件等。 

3.其次從歷史社會學的角度將古與今的資料文獻加以歸納、整理，分析帝制國統治者在

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所施政模式。 

   由於研究範圍甚廣，本研究暨涵蓋了皇權制度、官僚體系、社會階級、中國經濟史、歷史

社會學等五大領域。在分析、整合古今文獻、資料是相當吃力，且資料繁雜分散、版本衆多，

爲此耗時耗力，還經常苦思追索古代特殊用詞。為理解和論證資料，筆者將多種版本比較分析，

以理出歷史的原貌利於分析。 

 

第三節 研究目的 

    本研究立基於歷史社會學的角度與視野，把研究的核心關注於雍正皇帝如何解決及處理當

時的財政稅收的困難問題。爲什麽核心在於財政問題呢？在此必須回到對傳統中國帝制社會基

本特性的把握與了解。根據黃仁宇及鄒川雄的研究，中國傳統帝制社會最重要的特性在於它在

很早的時代，就是一個統一的大帝國，此即「早熟的大一統」。當技術條件、物質條件與文化

條件還未完全成熟的情況，中國就被逼成爲一個統一的國家。爲了統治,不得不採取間接性的模

式統治，即是皇帝無法直接接觸百姓，必須依賴官員統治和管理的“虛”統治治理模式。皇室

只要得到百官的朝拜並賦予「尊榮」「天子之尊」。在統治百姓，這種間接性的統治和管理中顯

示，皇帝必須全仰賴百官，因此説皇帝對百姓而言是一種“虛”的統治，而且這種統治下充斥

了許多模糊空間以及讓官員得以得以妄爲，在稅收還會有上下其手、中飽私囊的弊病等問題。

由於「稅收」是實際面的，錢糧稅收有就是有，沒有就是沒有。在這種“虛”統治、間接性統

治中，稅收往往無法如期的「實收」。這就造成經濟稅收成爲傳統中國帝制在財政上的重大難

題。鑒于以上所了解的作爲研究的目的前提，故本研究的研究問題擬定如下： 

第一，中國傳統社會爲何成爲一個「早熟的大一統」社會，這種大一統社會下，皇帝的治理會

面臨河中難題與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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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爲何皇權生存的經濟命脈在於土地兼併、財政問題與稅收問題？中國歷代各朝如何面對

與處理這些問題。 

第三，清朝如何處理財政稅收及土地兼併之問題？雍正所面臨的挑戰與解決方案爲何及如何評

估。 

第四，透過一系列的改革措施，雍正皇帝如何解決這個千古的治理難題？他的成就與局限如何

評估，對反省華人社會的治理模式是否可帶來一定的反省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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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一個歷史社會學的角度 

本論文將以歷史社會學的角度作爲研究方法。歷史社會學，是一門主張強調對社會現象的

研究必須考量歷史因素，社會現象本質上就是歷史過程中社會互動的結果。文崇一指出歷史社

會學，顧名思義，是運用歷史上的文獻資料，來做社會研究（文崇一，1995）。任何一門社會

科學或任何一項深思熟慮的社會研究都需要一種歷史範圍的構想與充分利用歷史資料。而在盧

暉臨認為對於歷史社會學,是連接—過去和—現在之間的是只此一次的過程、事件和社會現象。

（吳帆、吳毅，2009）。基本上來說，社會學從來就是一門以歷史及其取向為基礎的學科（西

達·斯考切波，2007）。依照西達·斯考切波，歷史社會學的研究角度是不能忽略歷史的任何因素。

這些歷史的資料，是透露當代社會的風貌，因此由以上可知，歷史社會學得目的不是只有在史

料的分析，更中視於在歷史資料上來詮釋當代的社會結構，並且從這結構，去討論當時社會的

制度。 

對於歷史的研究，黃仁宇提出一個大歷史的觀念（macro-history），強調不通過對歷史人物

短暫生涯的探究和歷史事件的孤立的分析來研究歷史，而是要通過對當時歷史社會的整體面貌

分析和把握進行歷史研究，掌握歷史性社會的結構性特點（黃仁宇，1993）。因此，在分析雍

正朝，將以一個大歷史的觀點切入了解帝制國的統治模式。 

根據鄧尼斯·史密斯（Dennis Smith）的觀點，歷史社會學既是對過去進行研究，目的在於

探尋社會是如何運作與變遷的。在歷史社會學的發展——探尋過去與現在、事件與運行、行動

與結構的相互參透交融。從這裡歷史社會學的觀點，可以作爲了解帝制國的運行與發展。在艾

布拉姆斯則主張： 

歷史社會學並不是把演化發展這類龐大體系加在過去與現代關係上的學科。

也不僅僅是辨識現代的歷史背景。他企圖瞭解個人的活動、經驗與社會組織之間

的關係，並把這種關係視為時間之中的連續建構。（王辛慧等譯，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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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上可知，歷史社會學所重視的不只是歷史的結構關係，而是在這個結構關係當中，人

們是用什麼樣的經驗與生活與組織之間的相互互動，而不是只有靜態的去從歷史來做分析，整

個結構的問題。 

依據〈社會學的歷史想象力〉一文指出，真正的歷史社會學研究具有如下特徵：首先，也

是最基本的，他們明確地基於時空來思考社會結構和過程的問題；其次，他們強調過程並在瞬

時 （temporal）的場景下解釋結果；第三，大多數歷史分析著重意義的行動與結構背景的交互

作用，以清晰地呈現在個人生活與社會轉型中意圖和非意圖的結果；最後，歷史社會學突出了

特殊類型的社會結構與變遷模式的獨特性和多樣性。在暫態的過程和背景下，社會與文化的差

異也是歷史社會學家的內在興趣。（西達·斯考切波，2007：2）根據以上四點，正和本文研究方

法非常契合：從中國五千年特有的帝制統治，可以窺探一個社會結構存有的社會問題和統治者

的獨特性——行動者與社會結構交互作用的結果，正是本論文想了解的。所以要了解一個社

會，必須了解這個社會的歷史發展是非常重要的。 

由歷史社會學的角度，我們可以藉由歷史的史料來得知歷朝皇帝統治下每個政策面貌，透

過這些面貌來建構我們從資料上可以認知的當時的社會面貌，並且從這個社會結構中，去觀看

當時帝王與群臣之間的組織相互互動，並如何在這樣的結構去治理整個中國。因此，透過歷史

社會學，瞭解中國帝王如何統治天下以及群臣百官，共同去完成整個政治治理，並從這微妙關

係之中，去探討帝王與群臣之間的矛盾。 

 

第二節 儒家觀點 / 唯物史觀點看歷史 

要理解人們對於雍正皇帝兩種極端評價（ 一個是苛薄寡恩的暴君，一個卻是辛勤任事、

為國家社會帶來巨大貢獻的明君），我們必須深入理解這兩種評價背後所立基的認知方式、角

度、觀點與思維模式。在這裏，我們先從傳統儒家的思維方式談起。 

 

儒家思維方式（中國人的思維方式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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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章提到的兩個時代受到當代思想影響，故評論觀點產生差異，在這裡進一步説明。 

從清朝歷史得知，清朝是一個少數民族（滿族）統治多數民族（漢族）的朝代。康熙瞭解

深受兩千年儒家文化統治的漢民族，執政者若能保存漢族的社會習慣和傳統的文化道德，對政

權的穩固和經濟穩定是有利的。而且在少數統治多數下，清朝政府必須依靠漢族地主階級和士

大夫（知識分子）階級協助統治。所以在清初，康熙就採取以（董仲舒的）儒家體系
5
的理學

思想作爲基本國策，作爲大一統專制皇權的帝王學。 

董仲舒在君王的治術方面就有言： 

故為人主者，法天之行，是故內深藏，所以為神，外博觀，所以為明也，任

群賢，所以為受成，乃不自勞於事，所以為尊也，泛愛群生，不以喜怒賞罰，所

以為仁也。故為人主者，以無為為道，以不私為寶，立無為之位……（春秋繁露·

離合根第十八） 

    董仲舒透顯出，身為君王應將權力下放，而不應事必親躬，應採「無爲」之治，才能顯示

其君王的「尊」。君王必須任用賢臣，要用寬柔愛戴平民百姓，不以喜怒賞罰，才是「仁君」

所為。 

由於帝制統治已是基本的政治處境，董仲舒除了依舊強調儒家的禮樂教化的重要外，他認

爲法（刑）本身也應納入，因刑罰本身有禮樂教化所不能達成的功能。故在施政上，德與刑應

相輔相成，儒家的德爲主，法家的刑爲輔。所以在帝制統治下，這儒家思想形成「陽儒陰法」

的統治手段。也就是統治者必須公開宣揚「仁義道德」及「禮樂教化」的重要性，並施行「禮

治」及自比為「聖仁之君」，提升統治的正當性。在高調提倡禮治之時，並以法家的刑法作爲

鞏固皇權的重要手段（鄒川雄，1998）。 

從董仲舒的儒家體系，看雍正帝在執政期間的作爲——大興改革、嚴懲貪官汙吏、八旗整

頓，已經與其「無爲」相左，與董仲舒所謂的「仁君」已格格不入。歷朝皇帝就只有雍正帝將

本為「陰」的法倒置為「陽」，將嚴厲、刑法都赤裸裸的搬到臺面。再則，雍正帝繼位一個月，

就大動作的提出財政改革命令，與大家所期望的「無爲」皇帝差之十萬八千里。可以預期，官

                                                
5
 其儒家體系是董仲舒經過汲取各家的精華結合而成的，與先秦儒家已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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僚都是熟讀四書五經進科為官的士大夫，他們當然會以儒家思想來檢視和詮釋雍正帝的作爲。

結果顯然，雍正帝會被這些所謂傳統知識分子大加評判。 

 

唯物史觀看歷史 

   除了早期傳統中國儒家思想的影響外，在近代所謂馬列主義或其它社會思想的引入，對當

代華人看待歷史產生了極大的質變。尤其是海峽對岸的中國學者，由於受到唯物史觀的思想影

響。在看待和詮釋中國歷史常常會以唯物史觀的歷史觀點來看歷史。唯物史觀的歷史觀點就是

“從直接生活的物質生産出發來考察現實的生産過程，並把與該生産方式相聯係的、他所產生

的交往形式，即各個不同階級上的市民社會，理解為整個歷史的基礎”。……物質生産方式是

人類社會的前提和基礎，物質生産力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李澤泉，2008：54）。因此，

按照唯物史觀的歷史性原則，分析歷史問題一定要根據當時的歷史環境和社會條件，而不能用

現在人的眼光去審視和考量歷史上的事件和人物。也就是在分析雍正朝歷史，必須依當時的歷

史環境和社會條件來分析雍正朝。依歷史環境和社會條件的角度，與儒家思維的角度顯然不同

的。前者，主要會站在人民的角度看歷史；後者處在的位子是官僚/士大夫階級看歷史。 

在一份新聞報導中，中國近代歷史小説家二月河提出他對唯物史觀的歷史觀點。他以務實

求真的學術態度向大家介紹了自己的學習與創作經驗，並提出自己的 “三個凡是”唯物主義歷

史觀，從藝術與歷史兩個角度審視歷史文學。 

    “凡是在對民族團結、國家統一做出貢獻的人物，就加以歌頌，反之則予以批

判；凡是對國家生產力水準和改善當時人民生活水準做出貢獻的歷史人物就給以

歌頌； 反之則予以批判；凡是對國家的科學、技術、教育、文化做出貢獻的歷史

人物則加以歌頌，反之予以批判。” 

    二月河的這三個標準體現出他在小說中對歷史人物的總體評價的掌握和求真務實的創作

態度。（孫玉婷，中國江西新聞網）針對二月河的説法，唯物史觀的歷史角度傾向以「實際成

效」的角度，拋開儒生們的帝制架構中的利益糾葛。單凴施政措施對當代的生産是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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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整體的國家發展是否有益處等。因此近代學者的思維模式異於以往。 

    接下來，我們從這種比較在乎「實際成效」的角度，從較爲物質面，經濟基礎面或制度面

的立場，來看看傳統中國帝制制度的誕生、發展及其運作模式。 

 

儒家的名教信仰 

由早熟的一統制度下，帝王為方便做統治整個龐大帝國，因此，必須仰賴官僚系統來維持

帝國的運作。由於皇帝與官僚之間，採用儒家的形式來統治整個帝國。因此，對於儒家的統治

形式，必須做了解。 

人心何以正？躬化導、尊名教，其大綱也。風俗何以變？崇師儒、辨學術，其

大要也。6
 

儒家對於「名」的部份是非常重視，只要符合「名」的形式就好。所謂的「名」，也就是

論語說述，必也正名乎，亦即給予適當的名分最重要。也就是承認君王的名分，而君王也承認

臣子的名分。所以名的重要性是在身份上給予適當地權力。因此，君王統治只要給予君王的名

分統治就好。由先前董仲舒認為君王應該採取無為，並且權力下放，期主要原因在於，不希望

皇帝權力過大。實際上是不希望君王太多的干預。是用虛統治的方式來進行，也就是表面看起

來是由帝王所統治，實際上真正在維持統治的是整個官僚人員，帝王只是名位上的象徵。 

教則是教化人民。而教的基本形式就是禮教，透過禮儀的制度教化人民，而禮卻是形式上

的意義，因此，真實或虛偽，並不知，但必須長期的維持禮儀的制度，符合這個禮儀之間的規

範。所以透過名教的方式來實施儒家的大一統制度。但這些都僅是虛統治，並不希望帝王有及

大的權力來控制士大夫。 

由於中國為早熟的大一統，在秦朝統一後，實施法家的手段，結果維持統治十四年，因此

不適合作為統治的手段，以致漢朝成立之初，用黃老思想來維持大一統的治理，直到董仲舒提

出獨尊儒術，讓整個帝王統治朝向儒家的政治型態。但此時的大一統的統治實際尚未成熟，因

                                                
6 朱采（1986），《清芬閣集》，卷 4，《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二七三，臺北：文海出版社，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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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利用統治的手法，維持整個國的運行。 

由於雍正手段似法家，，法家所講究的是刑，也就是沒有達到標準，就是懲罰，而不是禮來教

化，因此，雍正一旦對於犯錯的官員，一律革職抄家，徹底實施政策。因此，雍正雖沒有冠上

昏庸的罪名，但卻形塑為暴君。也在於雍正集中皇權，徹底執行政加以推行所有稅制制度，以

致不符儒家的的「名」君，而似法家的刑君，故因此讓官僚人及士大夫的反感員反感。 

 

帝制制度的誕生 

歷經二十六年，秦始皇將六國大一統後，為歷史翻開新的一頁，展開前所未有的帝制統治，

結束了諸侯分封制的年代。此帝制大一統的歷史現象，至中國最後一個朝代——清朝，維持了

兩千多年之久。從中國歷朝歷代的客觀面來看，統一是一種常態，佔歷史的幅度較長；分裂是

一種非常態，佔歷史的幅度較短。縱使朝代遭遇長期的分裂，人心仍趨向統一，即使一個流亡

的朝廷，仍以統一為最大目標（黃仁宇，1989：24）。明顯地，帝制大一統的統治能持續性的維

持，説明帝制統治與秦朝前的諸侯分封統治有較鮮明的差異外，也有其特殊性；這些差異性和

特殊，將在清朝統治下延續發展一套更完善的皇權與官僚體制。 

 

          統治制度 

差異項目 
諸侯分封制 帝制大一統制 

行政管理的主宰者 
王、天子、擁有較獨立權力的諸

侯國君。 

專制君主一人。 

行政管理的執行者 
貴族臣僚和各級諸侯的家臣。 大多與君主無親緣關係的職業官

僚。 

管理對象 
該分封地的屬民。 以國家編戶齊民的“黔首（古代

稱老百姓）”。 

行政管理與土地佔有

關係 

皆為各級諸侯所擁有。 除國有地，行政管理權歸專制君

主及官僚；土地佔有權歸地主及

自耕農。 

所依賴的政治體制 諸侯政治。 官僚政治。 

表 2.2.1 帝制大一統的統治與諸侯分封制的統治的差異
7
。 

 

                                                
7 資料整理自李志安等著《中國古代官僚政治》，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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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表一，可以清楚地瞭解帝制大一統的統治與諸侯分封制的統治的差異。在後期的帝制大

一統，是以專制君主作爲主宰，以職業官僚作爲軀幹，通過這架構傳達君主的命令對被統治的

社會強制執行的管理模式（李治安，1993：4）。 

這種大一統的帝制統治，以金字塔式的模式展現統治。金字塔的最上端爲至高無上的皇

帝，位於皇帝之下的是各各權高望重的權臣，爲社會少數精英所組成。在帝制社會，君主以專

制式的中央集權統治所有被統治者。這種體制下產生了兩種特徵：第一為集權，地方集權於中

央，中央集權於皇帝；第二是皇權的至高無上，具有統轄一切的絕對權威和獨裁性。 

    從皇帝統治制度來看，皇帝的皇權由上貫通至中央、地方，直到最基層的臣民；從皇權的

徹底滲透來看，其皇權完全的否定了以往領主制——我的臣僕的臣僕非我的臣僕的隔級不轄的

統治體制。臣僕關係説明瞭所有人都是皇帝一人的“僕”，這種極致的管轄在帝制統治下，每

每一個朝代的興起，就發展得更完善、更成熟；尤其到了清朝時期，集權統治更發揮得淋漓盡

致（李治安，1993：7）。 

 

第三節 雍正的歷史研究 

   除了從鉅觀的層面來了解傳統帝制中國的基本運作模式外，我們也將從微觀的層面來看看

近幾年，學界對雍正個人及其功績所作的歷史研究。 

   此節將説明關於雍正皇帝相關的歷史研究。關於他的資料和大清歷史的資料相當的多，有

論文著集、期刊文章、稗官野史、特傳小説、歷史史籍……等。它們有些是由現代學術學者和

相關研究人員以學術論文方法編寫成集，有些則為民間傳説，以小説方式撰寫。由於資料衆多，

因而將其大致分類如下：關於他的性格之説、關於他得位之說、關於他治理之說、關於大清歷

史背景之說。筆者希望借由這些衆多繁雜的歷史研究中了解雍正皇帝其人、其事、其時代，進

而分析整理出最貼近歷史的原始原貌。以此作爲歷史背景基礎的了解，進而探究統治者的治理

模式。 

 

一個極具爭議性的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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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英雄論成敗，古今誰能說明白，千秋功罪任憑說，海雲天風獨往來，一心

要江山圖治垂青史 也難說身後罵名滾滾來……（梁國華，得民心者得天下） 

     

    以上是劉和平等人編著《雍正王朝》電視連續劇的主題曲，這幾句歌詞可說是對雍正皇帝

一生最好的概括。雍正皇帝在一般文獻典籍中所述形容謀父逼母、殺兄屠弟以及貪財誅忠等等

惡名。由於雍正得位有所爭議，因此造就後世世人的質疑。正所謂如論語所說：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

「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

如也。名不正，則言不訓；言不訓，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

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

君子於其言，無所茍而已矣！」 

 

由論語中可以明白，在華人傳統對於正名的重要性。但雍正皇帝，所得帝位有許多爭議，

在早期文獻中可看出，雍正皇帝密謀毒害康熙皇帝，加上康熙皇帝，並沒有把雍正納入太子人

選，而當時康熙最得寵的孩子卻是第十四皇子允禵，並且給予大將軍遠征青海職務，在眾臣中

皆以為回朝後必定是太子人選，而在朝中，眾臣所最期待的是八皇子允祀，但康熙死後，則十

船位於雍正。在種種不合理的跡象，造成雍正皇帝，得到地位上卻不是名不正，言不順。尤其

是在雍正的《大義覺迷錄》更有對謀位之說而提出了反駁： 

 

聖祖皇帝原傳十四阿哥允天下，皇上將“十”字改為“于”字。又云：聖祖

皇帝在暢春園病重，皇上就進一碗人參湯，不知何如，聖祖皇帝就崩了駕。皇上

就登了位。（大義覺迷錄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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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雍正得位，加上太多謎團，康熙也死無對證，因此在名不正言不順狀況下，引起後世

紛紛懷疑。在康熙死，雍正即位後允禵趕到京城，則立即把允禵囚禁。而太后欲見允禵，但雍

正不肯，於是便撞牆而死。 

 

有阿其那之太監馬起雲向伊說：皇上令塞思黑去見活佛，太后說：“何苦如

此用心！”皇上不理，跑出來。太后甚怒，就撞死了。（大義覺迷錄 56） 

 

也因此有逼母、殺兄屠弟的惡名之說。在早期，康熙皇帝曾評價幼年的胤禛「喜怒不定」，

後經胤禛請求，於康熙四十一年（1702 年）撤此考語。由這些跡象來看，雍正的性格似乎已被

眾人認知所根深蒂固。從以上種種敘述，雍正似乎是罔顧倫常，因此後世之人，便把雍正形塑

為殘暴冷酷、好殺成性的冷血皇帝。因此在雍正的性格上，添上冷血無情。然而史料不只對雍

正的親情上做批評，在對待群臣也是極盡苛刻無情。雍正即位後，針對官員追繳欠款，手段激

烈，甚至整肅貪官，手段兇殘，因此，形容為貪財的皇帝，又有抄家皇帝之稱。因此，在民間

野史來看，官員對於雍正評價幾乎都是以性格暴慢，喜怒無常來形容，對於忠臣，在雍正登上

帝位，「內得力於隆科多，外得力餘年羹堯」。但最後兩人，難逃雍正誅殺的命運。從史料的典

籍以及民間野史傳言來看，對於雍正的性格兇殘乖戾，罔顧人情，有諸多批判。 

雍正即位後，不同於父康熙實施仁政，反而是以嚴明的態度整治官吏。雍正為整肅貪風，

雷厲風行，極盡所能，把官員的欠款追回，不惜對官員抄家，對於貪官更是抄斬。這些種種治

理朝政的態度，令官員心生不滿。並透過「耗羨歸公」，從官員的級別獲取養廉銀，來給官員

作為合理的報酬。此舉大大的讓官原在貪污的空間變小。再者實施「攤丁入畝」讓豪族或是貪

官徵收嚴苛的稅賦，原本國家稅收採取由人口計算，但攤丁入畝則依擁有田地有多少就抽多少

稅賦。因此針對豪族與貪官整治。由於雍正對官員的不信任，更設置軍機處，時時無刻監視群

臣。雍正種種作風幾乎與群臣對立，因此在後世之中，對於雍正批判是極盡苛刻。 

 

僅十三年奠基大清的經濟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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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在得位上並沒有獲得正名，在人倫上又罔顧倫常，面對眾臣則採取嚴苛監視。這些種

種緣故，致使歷史中對於雍正充滿惡名。但回歸到康熙與雍正之間的歷史角度來看，似乎雍正

的種種行為是其然有自。首先，康熙年間水患，國庫虧空。朝廷一時播不出銀兩，無法救災。

致使雍正即位，得知國庫早已虧空，必須充實國庫，因此整肅貪官。由於康熙年間，採用懷柔

政策，「 此造就貪污風氣，官員在朝廷的稅收上下其手。因此，雍正實施政策改革「火羨歸公」、

「改土歸流」等政策從豪族及官吏中，抽回國庫。再者，打擊朋黨，整頓八旗。在 1742 年 7

月發表《朋黨論》，其中。該文要點有二：  

 

一、官員應以君主之好惡為好惡，不該以私人之利害影響君主之決定。朋黨

違背君臣大義，亂天下之公是公非。如不悛改，他決不寬容。 

二、朋黨有害無利，不應該存在，他痛斥宋朝歐陽修（1007-1072）所寫的〈朋

黨論〉為異論。歐陽修以為君子以道義相結，同心為國，小人則以利祿相聚，見

利忘義，所以應當用君子之黨，而斥退小人之組合。（黃培，2009） 

 

因此，針對朋黨首先則從年羹堯與隆科多下手。致使許多人認為雍正不顧當年幫助即位的

兩大功臣，最終難逃一死。在剛即位後，由於群臣不滿，加上本身康熙年間，已有所謂的太子

黨與八皇子黨，其結果雍正即位，讓八皇子黨的兄弟不服，甚至消極作法讓雍正推行政策上的

困難，最後雍正則採取嚴厲的手段將兄弟圈禁，並暗害致死，所以有屠弟之名。但回歸歷史宏

觀面來看，雖然雍正對於親人及貪官嚴苛，但實質上對於朝廷以及百姓卻是有相當得利。由這

些種種背景，以及雍正即位所面臨的難題，不難得知，雍正為何會由此選擇。 

然而在史料及後世傳言之間。到了現代卻有人位雍正得到了平反，甚至認為雍正是一個好

皇帝。甚至認為沒有雍正就沒有乾隆的盛事。在即位說中，先前原本眾人所傳傳于十四皇子，

改為四皇子，但經歷史考究，在遺詔中有則是漢文、蒙文、滿文三種文字書寫，因此，不可能

有竄改之疑。而兄弟中允禩與允禟在朝中聯合群臣暗中結黨，公然抗命，因此雍正做出削爵，

併發配邊疆或圈禁八爺黨的兄弟。允禵雖然因罪而被命奉祀景陵，但雍正死後遺命給予親王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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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參與政事。由這些種種跡象，並不能說是弒兄屠弟。而治理方面雍正，勤儉努力，對於所官

員公文並有所批閱，並且給予官員建議或是修正，時常批奏章摺至深夜。這些種種反應，反而

雍正式一位，認真的皇帝，打擊貪官，照顧百姓，因此從治理的績效來看雍正，雍正實為體恤

百姓的好皇帝，由雍正種種的治理來看，雍正並非中飽私囊，貪圖錢財充實，國庫為百姓減輕

稅賦，這些種種政績，其實也造就以後乾隆盛事。 

雍正積極的充實國庫，讓國庫充盈，得以有效推行政策。從早期人們還以康乾盛事來形容

清朝的盛事太平，到了近期才有 康雍乾盛事的盛事，把雍正納入康乾盛事之中。透過這些文

句可以明白，早期人們對雍正式負面評價，因此不承認在康熙及乾隆中間的雍正，並不是盛事，

但現今已獲得平反。 

 

雍正是一個極具傳奇色彩、極具爭議、極具才華、極具膽識的帝王，是一個

在大清歷史上備受關注的皇帝。對於這位皇帝，歷來的評價褒貶不一。在清朝十

二個帝王之中，可以說，關於他的傳説最多、最亂、最奇詭莫測。也是最讓人瞠

目結舌。從雍正的生到他的即位，再到他的死，他這一生堪稱時時有謎，處處是

謎。二百多年以來，在民間關於他天羅地網一般的特務機構和令人毛骨悚然的「血

滴子」的傳説，更增加了他的被關注度。（聖燁作，2006：1） 

 

     雍正皇帝在位僅有 13 年（1723~1735），確是一個極具爭議性的帝王，但是不可否認的是

僅 13 年，雍正為大清奠基了另一盛世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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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大一統的治理難題 

前面一章，我們已經針對本研究可能需要的理論觀點、方法與文獻的探討。 

在真正進入對雍正皇帝具體治理模式與財政稅收政策之分析前。我們有必要對傳統中國帝

制的統治模式，進行一個歷史社會學的總體分析，以便證明爲什麽財政稅收問題會成爲傳統中

國政權的致命難題。最終它成爲朝廷興盛與衰亡的重大關鍵。而產生這一難題的根本原因在於

中國很早就必須面對一個「大一統治理」的難題。 

在這一章，共分爲四節。第一節，早熟的大一統世界。將探討早熟的大一統國家在治理技

術上的有限和困難點。在第二節，大一統世界——統治者的治理問題。著重分析統治者會遇到

怎麽樣的挑戰和困境。分爲兩點説明：統治技術不足，強烈依賴官僚體系。稅制治理問題的延

續性。前者大致内容説明中國統治者必須強烈的依賴官僚體系。尤其在推行諸多政策都需要他

們的去執行，一旦政策與他們的利益相左時，政策就難以推行下去，自此統治者與官僚之間產

生了矛盾情結。後者大致内容爲歷朝統治者都會遇到財政問題，而稅制問題在每一個朝代都會

發生，而且它帶來的一連串社會問題是不斷的在每一朝代上演，故說附有一種「延續性」。另

外，筆者將從中分析中國統治者在治理國家的治理模式的可能和態度如何。第三節為經濟命脈

與皇國生存。此節著重分析朝代稅收問題和土地兼併等社會問題。第四節為小結。 

 

第一節 早熟的大一統世界 

中國如何形成一個政治大一統的大帝國呢？讓我們從幾個層面說起：地理結構性、社會性

和歷史性等因素。根據黃仁宇的觀點，由於中國黃河長期氾濫，加上季候風影響，致使中原地

區雨量變動率極大，因此，水災和旱災頻頻發生（黃仁宇，1989）。所以，在古代治水方面，

需要各氏族互相幫助，只要團結成爲一個大的國家，其賑災的效用才能達至。此外，中國還處

在未統一之前，各氏族之間的長年戰爭促使各氏族聯合「兼併戰爭」，使自方強大，但戰爭使

國力、國財日益耗弱，再加上戰爭需要大量兵力，新兵制因而誕生，產生了因軍功得封進爵，

進而取代了封建制，以及為未來大一統帝國皇權制度而鋪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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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早在秦朝時已經是一個大一統的大帝國。衆所周知中國國土是非常廣闊且民族相當複

雜多元的國家，已是一個不折不扣的“一個”國家，全國事無大小皆由中央集權管轄。根據黃

仁宇對大一統的政治研究指出：「中國的政治大一統基本上是「早熟的」，是超出當時的社會條

件所能完全承擔的」（黃仁宇，1989）。也就是說，從現代治理國家的觀點來看，中國封建時代

處在一個極度缺乏科技技術、效率，並且在人力資源有效的運用之下，如何統治一個地廣、多

元民族文化、語言以及地緣關係都相當複雜的社會？如果要成爲一個有組織，且對百姓有效的

掌控——國家必須能徹底掌握每個農民和每一塊土地。使皇權的政令得以貫通到每個百姓身

上。就這一點，黃仁宇提出：「這必須在社會結構條件上，如生産技術、人羣組織、以及人們

的交往與溝通上達到一定成熟的程度，才有可能。然而這些社會條件在兩千多年前的中國是不

存在的」（黃仁宇，1989）。即使國家對百姓實行編戶齊民，也無法完全的掌握所有百姓，因爲

統治者的技術條件並無法達到確實清查、統計等技術。 

 

統治者的技術條件並不足以確實清查、統計及掌握每個地方和每個部門的種

種事物。而且地理的經濟的和文化的多元性，使得政策實行的偶然性、不可預測

性的大增，例外的情況必然很多，加上每個地方都有其他地方利益，每個團體、

每個家族也都有其自身的利益，這些都不是在上位者訂立一套規則或政策，然後

嚴格執行就可以行得通。（鄒川雄，1999：253-254） 

 

再者，從鄒川雄的研究可知，中國古代統治者由於缺乏這種種治理上的技術，在推行國家

政令或政策更是一大阻難。尤其地方和社會基層本身有其大大小小的勢力發展，他們也有自己

的利益在裏頭。皇權的政令或政策到了這社會基層往往因爲地方勢力的頑強抗拒都宣告失敗或

無法達到預期效果。 

 

……地方聚落和社會基層中存在著大量的各種宗族及鄰里鄉黨，它們仍以血

緣關係和宗法倫理為組織的原則。因此，以政治倫理為組織原則的皇權的專制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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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若要直接進入地方里邑直達每個人身上，就可能會遭到抵抗或排拒，而被削

弱或稀釋。（鄒川雄，1999：254） 

 

針對中國「政治上早熟的大一統」所造成的問題及解決之道，黃仁宇有其獨特的分析。他

從「技術」的角度分析道，在種種治理技術為開發之際，在無法確實的掌握各地統計和精確的

數字管理之際，在各地方自治能力薄弱之際，中國統治者就必須組織龐大的官僚處理一個類似

二十世紀超級大國之政府所要面對的錯綜複雜的事物。因此統治者先以某個治理模式套至百

姓，行不通時再斟酌修改。這種治理模式會展現出一種「金字塔倒砌」的運工作形態，即是：  

 

先造成理想上的數學公式，以自然的法規的至美至善，向犬牙相錯的疆域及

熙熙攘攘的百萬千萬的衆生頭上籠罩著下去。……行不同的地方，只好打折扣。

（黃仁宇，1988：158） 

 

由此可見，所謂的早熟大一統，是為了讓皇帝能夠迅速治理國家的一個模式，重點不是在

於如何治理會更好，而是能夠快速的達成統一。「先統一一切再説」的模式，想當然會有廣大

備悉，漏洞百出的狀況。「稅收問題」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稅收制度本身是相當複雜的制度，

即使是換作今日，擁有先進的科技、精確的計算系統，可以準確的掌握人民去向，但是「逃稅」

的問題至今仍然存在。更何況在中國極度缺乏治理技術的古代社會——一個早熟的大一統體制

底下的稅制更是問題百出，逃稅者比比皆是。再者，稅收是國家主要的財源，因而稅收皆為歷

朝統治者極爲重視的財政/統治核心問題。因此早熟的大一統體系下，國家統治者都必須面對

如何抽稅（相對的，被抽稅者就想法子避稅）為統治大帝國的首要任務。 

 

第二節 大一統世界——統治者的治理問題 

此節將會分爲兩部分來説明歷朝皇帝/統治者共同面對的治理問題。第一部分，統治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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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強烈依賴官僚體系。内容大致説明帝制統治為一種強烈依賴官僚統治的統治結構。第二

部分，稅制治理問題的延續性。將討論大一統體制下的稅制問題，歷朝統治者都面臨抽不到稅，

主要著重在歷朝稅制發展的縱貫面討論以及一種附有「延續性」的社會問題。 

 

統治技術不足，強烈依賴官僚體系 

在帝制統治下，國家大政最終的決定權取決於皇帝，皇帝集各種權力於一身，其權力的行

使不受國家法律的制約。因此，一個國家的命運與發展將落入行政核心主導者——皇帝。在表

面上，皇權至上，一切不得有違皇令；但在事實上，不管任何政策或者皇帝要做什麽重大決定

都是經過一番朝前商議，最後由皇帝下最後一個英明的決定。至此，事情還沒完，因爲這才是

皇權與臣權兩方較勁的開始。在朝前，不管決定與結果如何，執行這些政策、政令的責任都落

在官僚階級。只要政策、政令與官僚階級的切身利益有所損害，不管是什麽政策和政令都難以

推行或者遭到重重阻攔。從皇帝統治架構透露出，皇帝本身在執行這方面是必須仰賴中間的官

僚階層，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由此可見，皇帝和官僚階級的關係是微妙的。一方面，皇帝與

官僚階級常處在一個緊張、衝突關係。但另一方面，皇帝卻需要這龐大的官僚階級替他管理這

地廣民族性複雜的國家。官僚階級的存在是皇帝給於的，官僚階級透過科舉或買官等方式，得

到賞賜官名和官位，提升他們社會地位和財富。所以只要皇帝制度存在，官僚階級的就會存在，

故皇帝與官僚之間存有相互依存的關係。因此不少學者在研究中國封建時期的社會，都會論述

它是一個官僚體制統治的社會；在表面上，皇帝是最高領導者，有絕對的權力和絕對的決定

權……然在實質上，任何的決策和權力的執行都是在不斷演練君臣之間的拉鋸。易言之，無論

皇帝需要推行任何新政或政令，都需要依賴這一龐大的官僚/士大夫階級層層往下推廣至最終

的草根階級。 

如下圖，帝制大一統所呈現的基本架構為金字塔形，坐落在最頂端的是皇帝，皇帝下就是

龐大的官僚階級（也就是士大夫階級），官僚階級下就是廣土眾民。“皇帝”位於一個國家和

社會的最頂端。基本上權力集於一身，“皇帝”由先皇從小培育為未來國家統治者，也就是合

法的繼承者，是代代相傳的位子。皇帝成爲皇族的最高領導者，即使貴為皇帝的叔叔——王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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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得俯首稱臣，跪拜天子。在表面上，皇帝是至高無上、不可侵犯、有無限權力、對子民有生

殺大權……眾臣理應以他馬首是瞻。但在實質上，統治架構提供了官僚體系很大的彈性空間。 

 

 

圖 3.2.1帝制統治架構 

在這個圖 3.2.1帝制統治架構，皇帝所推行的政策、治國方針或稅收等，都需要中間官僚

/士大夫階層來協助完成，故一些學者稱它爲士大夫統治。在這種帝制架構的統治，皇帝是無

法直接與平民百姓接觸或者直接傳達政治理念和治國政策，皇帝一切的政治理念和治國政策都

是透過官僚階級（士大夫階級）傳達於百姓，皇帝只能透過命令和諭旨間接地接觸平民百姓。 

因此，皇帝所推行新的政策，與官僚階級有切身利益，便會得到反對聲浪甚至發起不合作

的態度，又陽奉陰違，導致新政難以執行與推廣。通常皇帝經過重重打擊，到最後都妥協讓步，

此時，皇帝爲了維護皇權又或者士豪施壓，新政也會不了了之，不再有人提起。 

由此可知，帝王和官僚的關係如同唇寒齒亡，但又常處在互相矛盾和制衡的狀態，猶如兩

股強大的勢力在不斷的在拉鋸。 

另外，“官僚/士大夫階級”是一個非常龐大且複雜的群體所組成，由最核心的朝廷權臣、

下至各地方官員、吏治、地方豪紳、地方勢力的大族人家。他們層層相扣，以達到官官相護；

他們節節通關，好讓大家得以上下其手；他們關係盤根錯節，共同分贓國家土地稅收的利益。 

中國老百姓有兩句俗話，「一人當官，雞犬升天」，二為「朝中有人好辦事」。恰恰説明了

只要當上官，有了權就有了一切。而且朝中有認識的或能搭上線的，事情都好處理。哪怕官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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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多小。 

一般說來，只要在科舉制度下去的功名，哪怕是最低的生員，都可以享有免

除本人丁徭的負擔，免笞刑，見官不必行大禮等特權。在唐代，只要是最低品官

就可以成爲不課稅戶，免納賦稅。高級官員更爲明顯。根據《唐律疏義》，六品

官以上者原則上免本人課役，五品官以上的連通居者也能沾光免課役。（金觀濤，

1994：111） 

 

顧炎武認爲，衆多人追求功名的目標是爲了當官者擁有的特權的陰護下，讓他們便於保家

置產。（金觀濤，1994：114） 

 

非必慕功名也，保身價而已 8。 

 

所以官僚/士大夫階級在帝制統治下的地位和角色的重要性可想而知。尤其，他們的品格、

清廉和學識對帝制統治是非常重要的。相對的，官僚（士大夫）也期望皇帝是一位明君、一名

仁君。 

以上為統治者治理難題之一。 

 

稅制治理問題的延續性 

在上一節就提到「金字塔倒砌」的統治狀態，統治者處在早熟的大一統統治架構中，爲了

「統一」，許多都是先套用某些模式，遇到問題再作修正以符合社會需求。當然，筆者所關切

的稅收制度亦是如此。如在唐中之前，唐朝大致上沿襲前朝的均田制度，再以租庸調法抽稅。

但到了唐中時，爲了解決國庫稅收銳減的問題，從租庸調改革為著名的兩稅制。宋初一樣採用

兩稅制，但宋朝是一個重賦稅的朝代，以致逃戶大增，成了漏稅一大弊病。故推出新政：方田

均稅，但在推行時遭到阻攔又宣告失敗。而明朝的一條鞭法是從兩稅法演變來的。到了清朝，

                                                
8 顧炎武《亭林文集》卷 1<生員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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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重申推行一條鞭法，到了雍正時期落實改爲攤丁入畝（關於朝代稅收詳細敍述容在下一節

説明）。這恰恰證實了黃仁宇提出的「金字塔倒砌」的統治狀態。而這每一種的改革與改變以

及變化都預示著一種進步。 

另外，在早熟的大一統的帝制統治下，不管到了哪一個朝代，推行哪一種稅制，歷朝都會

發生一連串與土地相關的社會問題，姑且稱之爲一種附有「延續性」的社會問題：新的朝代在

期初為了盡速恢復百姓生活和生計，都會分發農地給所有百姓。可是，只要國家發展一定的穩

定度和繁榮時，大量的土地就會被官僚/豪族透過非法合法途徑，甚至強行的兼併，將土地轉爲

私有地。當然土地的兼併不是突然發生的，它是一個過程，只是土地兼併到一個程度後，國有

土地大幅度減少，導致國家稅收銳減，它自然就會成爲一個不得不解決的社會問題。再者，若

朝廷又實施重賦役制度或攤逃，就會將問題更嚴重化。因爲農民不堪重稅，選擇棄田逃往和或

成爲大地主佃農（有些農民還會攜帶農產投靠大地主），這兩种狀況都會導致大量土地成爲荒

田和隱田，同時直接影響國家稅收的多寡。爲此，歷朝都會設新的稅制制度解決，以促進逃戶

回流，以增加稅收，當然有些稅制的改革是有效的，讓國家稅收和土地得以增加，但因爲制度

觸及官僚階級/各大地主（豪紳大家族）的切身利益，往往反對聲浪頗高，有些官員推託制度改

革造成百姓不便，讓百姓驚擾。有些則故意使稅制推行不力。統治者受到大力阻攔和反對之下，

多以妥協以致新制失敗或不了了之。 

從以下此圖，可以清楚看到這種種的社會問題都不斷的再循環，每個朝代都會發生這些社

會問題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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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2.2 稅制治理問題循環圖 

以上這些問題都直指它一再的出現在各朝代，易言之，早熟的大一統根本上沒有辦法處理

這一再延續的稅制問題，也就是筆者先前提及的「延續性」的社會問題。 

 

    圖 3.2.3 稅制治理問題延續圖 

所謂延續性的問題，就如上圖所顯示，建國之初，國家和社會剛結束動蕩的時期，在漸漸

進入佳境時，也就是國家發展到一定穩定性和繁榮時，以上所談及的種種社會問題就會一一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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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成爲統治者治理上相當的困擾。這就是統治者治理難題之二。 

    由以上兩個統治者的治理難題得知，一個依賴官僚統治的政治，統治者無法直接接觸百

姓，許多政策都仰賴官僚體系中龐大的士大夫。在事事都假手于人的情況，統治者實為一種「虛

統治」，也就是真正在統治的百姓的是官僚體系中的士大夫。故有人稱這種帝制統治為官僚政

治。更何況中國地廣文化複雜，百姓種族多元。統治者根本管不來。所以歷朝帝制下的統治者

都採取一種抓大放小的統治態度。也就是說抓出一個骨幹，順著大原則——只要人民不亂、社

會基本安定、可以抽取一定的稅額，統治者只求沒有太大的動蕩。因此，許多細節都無法顧及。

所以在這種統治態度，其實存在著許多模糊空間、富有許多彈性的做法。這個狀況在稅收方面

更是體現無遺。地方官員自行收取額外稅收，私吞公款，中飽私囊……這都因爲一來統治者無

法層層把關，二來官場上本來就有這種上下其手，官官相護的風氣。因此統治者在管不了之餘，

也默許這種灰色地帶的存在。 

 

第三節 經濟命脈與皇國生存 （稅收問題） 

    前兩節，筆者已經分析在封建國家的帝制制度的統治架構下，皇帝無法擺脫的統治困境、

官僚階級如何支配人民以及皇臣之間的階級鬥爭等問題。在這一節主要探討國家的經濟命脈與

皇國的生存如何受到威脅以及它所存在的根本問題。即稅收的問題。鑒於土地稅為歷朝最核心

的稅收也多是主要的收入，尤其到了清朝攤丁入畝，將人丁稅轉爲以土地為徵收稅收的依據。

因此，在分析稅收問題筆者將著重於土地稅上作討論。再者，導致賦稅欠收不只是單單「土地

兼併」所致，但與其息息相關，而且歷朝發展到了某一尖端，「土地兼併」就會成爲社會問題，

也直接影響國家的稅收。土地兼併之所以成爲社會問題，那是因爲土地兼併背後有一個龐大的

社會官僚階級在操控土地資源。他們大量兼併土地，將土地私有化，用盡種種方式，甚至是強

行佔有、奪取……。這玲玲種種説明了，土地稅收是國家一大資源，就像一個大餅，誰都想將

只佔為己有。 

    在這節主要分爲兩大層面來分析稅收問題。一個是從“土地兼併”的誕生，另一個層面是

它所造成的社會問題有哪些？從問題的誕生，大致分成四項説明：（1）稅制不全導致土地兼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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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皇帝帶頭土地兼併。（3）士大夫、豪強掠奪，種種方法吞併土地。（4）生産技術與天災

人禍、亂世導致土地集中於各地方豪強。第二層面也就是这些土地兼并会造成哪些社会问题，

大致分爲三項説明（1）稅收銳減， 國庫空虛。（2）資源爭奪，皇臣階級矛盾。（3）人民生活

困苦，貧富差距懸殊。 

 

一個皇國生存的經濟命脈——賦稅徵收問題 

  中國帝制社會是一個擁有廣土衆民的社會環境，人民多以農耕爲生，國家的主要收入以田

賦稅收爲主，亦以田賦收入支付國家大大小小的開銷。國家開銷
9
涵蓋皇帝/皇族日常開銷、官

員俸祿、國家建設、國家重大災難撥款救災（如黃河汎濫修堤、旱災設粥厰等）、又或者防範

邊疆來犯的軍事用費等等。由開銷可知，田賦稅收不但掌控國家發展更是支撐一個朝代的生存

命脈，所以一個好的稅制能讓國家國富民強、社會安定；反之，則民不聊生。因此，不管到了

哪個朝代，哪一位帝王，擬定田賦稅制是每個帝王即位的首要工作，也是展現帝王上位的重要

政績。然而，中國是一個早熟的大一統、擁有廣土衆民以及極度缺乏現代性統治技術的社會環

境，如何向人民抽稅？就足以考倒歷朝統治者。在上兩節就有提及和分析，一個早熟且統一的

大帝國的難處，所抽的稅收往往是事與願違無法順利送達國庫所有。在這一節就是要分析稅收

無法送達國庫的癥結點。 

    在中國帝王統治制度的五千年稅制發展史就已透露：每一個朝代都面臨這危及社稷的財政

問題——收入國庫的田賦稅收年年減少以及國有土地年年減少！從早期的均田制、唐朝的兩稅

法、宋朝的方田均稅、明朝的一條鞭法以及清朝的攤丁入畝等稅制都共同面臨稅收、國有土地

日益減少的命運。爲何一個擁有廣土衆民的國家會徵收不到田賦稅呢？爲何每個朝代在時空背

景不同還是面對同樣的財政問題？  

首先，從橫貫面的稅制發展史中，它有以下一個共同點，同時它也透露出帝制社會一個深

層的社會結構問題。那就是“土地兼併”，這也是主要導致稅收銳減的源頭。當然，“土地兼

併”不是說土地被兼併這麽簡單，之所以發生土地兼併，其與階級有著密切的關係。 

                                                
9 在史志宏等著《晚清財政：1851~1894》就有提及，清朝前期的財政支出主要有軍事、官員俸廉、行政經費、驛

站經費、 廩 (書：指糧倉)膳膏火及科場經費、工程費、採辦與織造費、保息、與救荒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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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兼併”——是土地私有制必然的產物  

“土地兼併”有一個關鍵的前提——土地私有制。而形成土地私有制制度可以追索到大一

統之初。在秦朝，推行“開阡陌封疆”廢井田，鼓勵人民自行開墾土地，而且不加以限制。 

 

秦孝公任商鞅，鞅以三晉地狹人貧，秦地廣人寡，故草萊不盡墾，地利不盡

出。於是誘三晉之人，利其田宅，復三代，無知兵事，而務本於内，而使秦人應

敵於外。故廢井田，制阡陌，任其所耕，不限多少。數年之間，國富民強，天下

無敵 10。 

 

到了秦始皇三十一年（前 216 年）根據《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使黔
ㄑ
ㄧ
ㄢ

ˊ
ˊ 首自實用，以

定賦”，也就是任憑百姓開墾土地，不加以限制，只要如實申報，以確定賦稅稅額。此法令顯

示，地主和農民自動申報所墾土地實數，按定額納稅，便得以取得法律認可的土地所有權。這

也就奠基了“土地兼併”的基礎。因爲土地是私有的，地主可以任意買賣。《史記‧廉頗藺
ㄌ
ㄧ
ㄣ

ˋ
ˋ 相

如列傳》記載：“今括一旦為將，東向而朝，軍吏無敢仰視之者，王所賜金帛，歸藏於家，而

日視便利田宅，可買者買之。”可見當時的統治者是認可地主有買賣土地的權力。 

因爲有了土地私有制，也就促成富者可以大肆的購買土地，以致土地兼併成了歷朝普遍現

象。 

 

春秋戰國之際，大量出現的爭田、賜田現象，顯示土地私有化已成爲一種不

可抗拒的歷史趨勢，隨之而來的土地作爲私有財產而轉讓，買賣逐步盛行，意味

著建立與土地私有制基礎之上的地主之土地關系，已具備了它所賴以存在與發展

的社會條件。（樊樹志，1988：49） 

                                                
10 摘自《通典‧食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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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見，“土地兼併”的雛形早在大一統之前已有跡可尋。到了漢代，土地買賣幾乎是

常見的社會經濟現象，甚至發展成爲社會問題。如漢初丞相蕭何：“買田宅，必居窮僻處”，

所考慮的是兒孫輩“毋為勢家所奪 11”，這正體現了當代的社會問題——父輩田產，子孫無法

抵擋地方勢力豪強搶奪田地的勢力。易言之，地主勢力在不斷的壯大，足以奪取他人田產。 

在歷朝文獻顯示，歷朝對土地私有制管控程度不一。但，我們必須知道只要有“土地私有

制”，就不可避免土地所有制，也不能避免土地所有權向大地主集中，造成大量土地兼併的現

象。 

關於中國歷朝面臨土地兼併與財政稅收問題之解決——以唐、宋爲例作爲進入清朝及雍正

的具體研究的前導或前例。 

接下來，筆者從（一）歷朝土地兼併的各種成因。（二）土地兼併帶給國家的社會問題。

由這來説明“背後操控土地兼併”的是誰？它又如何威脅一個皇國的存亡。 

（一）歷朝土地兼併的各種成因，促使土地兼併發展的背景與成因，有以下幾點： 

（1）制度不全導致土地兼併和稅收銳減《樊 59》。所謂不全，既是指制度上的不足與漏洞。 

 

唐代的財政處境與解決方案：從均田制到兩稅制。 

    在唐朝推行均田制，均田制既為土地制度。唐朝的租庸調法（既為賦稅制度）是在均田制

的基礎上，以「受田丁民」為征課對象而制定的。易言之，租庸調法必須均田制的配合才能執

行，且在客觀上須要在有安定的社會/政治環境以及健全的戶籍制度下，才能準確地按丁授田和

徵收稅收。在早熟的大一統國家，是難以「精確的數字管理」的。尤其在日後的土地大量被兼

併之後，更是進一步的破壞了均田制。由於均田制是在假定每戶農家都按均田令的規定授足田

畝的前提下，以此確定每戶應納的數額。也就是說，一旦社會條件有了變故，如：社會/政治動

蕩、大量土地私有化等；也就會導致均田制受到破壞，同時租庸調法也會步入失敗收場。 

 

                                                
11 摘自《漢書‧蕭何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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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天下丁男給田一頃, 篤病廢疾給田四十畝, 寡妻妾給田三十畝, 若為戶加二

十畝。所授之田, 十分之二為世業, 八餘為口分。世業之田, 身故則為戶者授之, 口

分則收入官, 更以給人。12 

 

依《舊唐書·食貨志》記載，授田以集中在男丁身上，比北魏所授給的土地更多。男丁所獲

的口分田，用以種植穀物以繳賦稅；二十畝的永業田則種植桑榆棗果，生産絹帛以納戶調。還

明文規定永業田可傳子孫，口分田則在民老或身死後交還國家。 

    唐朝這種賦役制度，如唐人陸贄ㄓ

ˊ

所說「有田則有租 有家則有調, 有身則有庸
13
」，同時，

唐初因爲授田家民有一定的土地收穫，繳納租庸調賦役不會感到負擔太重。由此可見，此制度

意在將人民安定於土地上，也有爲民置產的精神。 

為了避免歷代都發生的土地兼併，在土地買賣上，唐朝有明確規定嚴厲律法，如：“諸賣

口分田者
14
，一畝笞十，二十畝加一等，罪止杖一百，地還本主，財沒不追

15
”。 

但是又規定了一些「例外」： 

①. 庶人有身死家貧無以供葬的，准許出賣業田。 

②. 百姓搬家，從狹鄉遷到寬鄉，或賣地以建住宅、邸店、碾
ㄋ
ㄧ
ㄢ

ˇ硙ㄨ
ㄟ

ˋ

的，還准許出賣口分田。 

③. 官員的永業田、勛田和賜田可以出賣。 

④. 買入的田地不能超過應受田限額。狹鄉人買田。可依照寬鄉的限額。 

⑤. 以賣田者，不准再申請授田。（武金銘，1994：32） 

    而這些例外實際上很容易就被突破，使土地買賣易於形成和廣泛發展。尤其唐代的均田制

還允許買賣口分田。這也是北魏以來封建土地私有制進一步的發展在法令上的反映，也就是說

它為土地兼併提供了合法的依據。相對地也助長了大官僚地主、豪商巨賈對土地兼併的兼併勢

力。再者，唐朝普遍授給各級官吏大量的土地，且官位愈高受田就愈多。由於唐均田制並沒有

                                                
12 《舊唐書‧食貨志》。 
13 陸贄《陸宣公集‧均節賦稅恤百姓》 
14 口分田為唐代实行均田制时的一种份地。相当于北魏的露田。武德七年（624 年）规定：男十八岁以上授田一 
 顷，其中二十亩为永业田，八十亩为口分田。口分田种植谷物，身死要交还。 
 資料來源：百度百科 http://baike.baidu.com/view/1583480.htm 
15 《唐律疏議‧戶婚》。 

http://baike.baidu.com/view/4647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56341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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觸動大官僚地主的既得利益，並使他們合法化的佔有大量土地，因而自然得到大官僚地主的擁

護，使得均田制得易順利推行。正因爲沒觸及大官僚地主的利益，在推行上使許多官僚地主佔

有更多的土地，擴大自己的經濟實力，同時促使大量土地私有化的發展。這就成了唐初土地兼

併的惡性循環。至此，唐朝到了中也時期，均田制遭到徹底破壞，其破壞的主因既是日益激烈

的土地兼併，打破了均田制的原有格局。 

    發展至唐中期的均田制與前朝相比，其已最爲完備的，但是統治者卻放寬了對土地兼併的

限制，甚至連口分田在某种情況下也可以買賣。同時，大官僚、皇親國戚和地方大地主被授於

大量的永業田，以及使他們擁有的私有土地數量遠遠超過一般的農民。這讓土地兼併可以大規

模的發展，以及土地私有制開了方便的途徑，這情況帶給均田制強大的衝擊。 

 

王公百官及富豪之家，比置莊田，恣行吞併，莫懼章程。借荒者皆有熟田，

田之侵奪；置牧者唯指山谷，不限多少。受及口分永業，違法買賣，或改籍書，

或雲典貼，致令百姓無處安置。乃別停客戶，使其佃食，既奪居人之業，實生

浮惰之端。遠近皆然，因循亦舊 16。 

 

    從上文中明顯得知在土地兼併的過程中，官僚、貴族、地主和豪商為土地兼併的主導力量，

他們透過“借荒”、“置牧”、“包佃”等種種方法奪取國家公田，將農民的耕地佔為己有。

由於農民成爲土地兼併的對象，這導致他們日益陷入失去土地、貧困和破產的境地。可想而知，

日益激烈的土地兼併對均田制而言是從根本上打破其原有的格局。 

    再者，在唐朝建國初期，唐太宗貞觀年間（公元 627-640）全國不滿 300 萬戶，到了唐玄宗

天寶十四年（公元 755 年），全國戶民人數增至 819 餘萬戶。農戶增加將近兩倍之多，而耕地不

可能隨之倍增，加上均田制規定永業田歸私人所有，不再交還國家所有，以及大量土地被官僚、

地方豪族私有化，使大量的國有土地轉化為私有土地。在此情況下，國家掌握的土地日益減少，

而在人口益增，國有土地面臨不敷分配的問題且問題日益嚴重，致使均田制在繼續推行上喪失

                                                
16 《冊府元龜‧田制》。 



33 
 

 

了最基本的物質條件。 

    早在貞觀年間，隨著社會漸進入安定和恢復生産，朝廷剝削與日俱增。尤其是徭役的徵發，

原來租庸調可減免的辦法，一概成了一紙空文。從唐高宗時裴守真的表書中，揭露出農民負擔

和農民的經濟狀況。 

 

一夫之耕，才兼數口；一婦之織，不贍ㄕ
ㄢ

ˋ一家。賦調所資，軍國之急，煩徭細

役，並出其中。黠ㄒ
ㄧ
ㄚ

ˊ吏因公以貪求，豪強恃ㄕ

ˋ

私而逼掠，以此取濟，民無以堪。17 

 

    到了武則天時，賦斂益重狄仁傑上疏指出，「近緣軍機，調發傷重，家道悉破，或只逃往，

剔屋賣田，人不為售，内顧生計，四壁皆空。重以官典侵漁，因事而起，取其髓腦，曾無心愧……
18
」

「方今關東饑饉
ㄐ
ㄧ
ㄣ

ˇ
ˇ ，蜀漢逃亡，江淮以南，徵求不息，人不復業，則相率為盜。19

」 

    由此可見，一旦土地大量被兼併的情況下，隨之而來的就是國賦收入銳減的問題。再加上

朝廷施以重賦役，導致人民傷亡慘重，一些爲了生計和不堪重賦者，淪落賣田棄屋終至步上逃

亡行列。按照租庸調法的規定，賦役原則上是由主（土）戶承擔的。農民不堪重賦，因此選擇

逃往。逃亡者離鄉後便沒有了戶籍，而成爲客戶。客戶增多，主戶減少，直接影響到賦稅的徵

收。同時，逃亡的人民衆多，戶籍不實，難以抽稅，以致均田制的推行不利。爲了維護均田制，

增加國家的財賦稅收，以及擴大徭役的徵收。唐朝朝廷頒佈法令，規定逃戶自首，聽於所在附

籍，並且可免除 6 年的租調和徭役，只收輕稅。此作法雖得戶 80 餘萬，田稅得錢數百萬貫，

但是對土地惡劣兼併的現狀卻沒有一點的改變和改善作用。更糟糕的是，唐朝統治者爲了增加

財賦收入，採用了“攤逃”的辦法。也就是說，將逃亡農民所需負擔的租調由那些為逃亡的農

民來分攤。可想而知其結果就是引發更多的農民加入逃亡的行列，造成陷入一種輾轉不停的惡

性循環當中。（武金銘等，1994：92-94） 

    爲此，唐朝均田制的租庸調法難以繼續推行下去，因而著重於戶稅和地稅的收取。中唐以

                                                
17 《唐會要‧租稅上》。 
18 《舊唐書‧狄仁傑傳》。 
19 《舊唐書‧狄仁傑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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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爲了解決財賦收入銳減的困難，租庸調法逐漸向戶稅和地稅轉移，實質就是租的部分歸併

於地稅，由丁征改爲按畝徵收；庸調的部分併於戶稅，由按丁徵收改爲按戶徵收。屆時延伸為

歷代土地稅制發展中相當重要的「兩稅制」。兩稅制在稅收執行上起了一定的作用，其一它簡

化了稅制，將繁雜的稅目合併統一在一起，也簡化了納稅手續。其二，兩稅法以財產的多少為

徵稅標準，擴大了賦稅的承擔面。過去免除租庸調的不客戶，現在要按地畝納稅，官吏也要按

品位高低的比戶等級納稅。同時，一些浮寄戶、客戶和不定居的商賈也都要納稅。 

 

「分命使臣，按地收斂，土戶與客戶，共計的三百餘萬。」20 

「就中浮寄，乃五分有二」，得「客戶百三十餘萬。」21 

 

    這 2/5 的客戶，就是過去為權門豪強所隱佔，不負擔國家賦稅的隱匿人口。因此，兩稅制

的執行，讓唐朝納稅編戶大增，國家的財賦收入相對增加。（武金銘等，1994：107-108） 

    可惜，好景不長。兩稅制實施沒多久，種種加徵稅收一一請旨。 

 

建中三年（公元 782 年）五月，「淮南節度使陳少游請于本道兩稅錢，每千

增二百，因詔他州悉如之」22
 

貞元八年（公元 792年）四月，「劍南四川觀察使韋臯ㄍ
ㄠ

ˇ

奏請加稅什二以贈給

官吏，從之。」23 

 

這還是見諸法令加徵的，此外各地還有許多自行非法苛斂的。陸贄指出「大歷中非法賦

斂，…… 既併收入兩稅矣。今於兩稅之外，非法之事，覆又並存
24
」。由此可知，兩稅制執行

後，為國家著實地增加了不少稅收，但官僚體系自行苛收的陋習仍沒有改變。另外，兩稅制規

                                                
20 《通典‧歷代盛衰戶口》。 
21 《通典‧歷代盛衰戶口》。 
22 《舊唐書‧食貨志下》。 
23 《舊唐書‧食貨志下》。 
24 《陸宣公奏議》，卷十二，<均節賦稅恤百姓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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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以稅代役，有利於人民生活的安定和社會生産的發展。但其僅僅維持了十幾年，唐朝統治者

又把徭役加到百姓身上。最後，兩稅制的實行，使土地兼併完全的不受任何的限制。那些大官

僚大地主仗勢少納或免納兩稅，他們同官府相勾結，依照「廣置田產，輸稅全輕
25
」。 

由此可見，兩稅制在租庸調廢壞後在稅收上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始終卻發生一些嚴重的

弊端，最終導致人民的負擔仍然繼續加重的結果。 

  

宋代的處境及解決方案：北宋方田均稅的失敗 

在宋朝沿襲唐朝中期以來的做法，以兩稅制作爲田賦稅收，採取每年夏季和秋季兩個時段

各徵收一次田賦。此兩稅制的稅收是國家主要的財政收入之一。可是自唐朝中期實行兩稅制以

來，隱田逃稅和漏稅的狀況越來越嚴重，致使大量稅收無法收至國庫所有。甚至有些農民爲了

逃避賦役而冒稱逃亡，還攜帶田產投靠地方勢力的豪強/兼併之家。由於國家並不關心土地歸誰

所有，允許土地自由買賣，富有者兼併土地也不受限制，農民逃亡嚴重，徹查隱田更是雪上加

霜，難以清查。這種“不抑兼併”是宋朝土地政策的突出特色。 

 

宋代土地的轉讓，除了業主將土地所有權完全賣給錢主（即絕賣）以外，還

有典當和倚當量种形式。典當即業主把土地交給錢主，並領取銀錢，但不付息，

並保留收贖權；簽註可以使用田產，包括出租和再典當，但不能出賣。倚當即業

主將土地使用權轉讓給錢主，收取現錢。典當和倚當時不同于買賣的特殊轉讓方

式，手續簡便，不需得到官府的確認。在宋代，這兩种轉讓方式慣犯存在，進一

步加劇了土地的流動性，並造成一田兩主乃至多株的複雜情況。（魯亦冬，1994：

28） 

 

其自由放任土地買賣的土地政策，對民間土地買賣幾乎不加限制，各類民戶都可以買賣土

地，這讓土地所有權的流動性加劇，甚至造成一田兩主乃至多主的亂象。“貧富無定勢，田宅

                                                
25 《文苑英華》卷四二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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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定主 26”正是説明了這個怪異的現象。 

加上土地可以帶來可觀的經濟利益，在宋朝已沒有多少特權的官僚地主加入土地買賣實現

土地兼併的行列，借此改善其經濟地位。 

 

由於實行科舉制度，世代做官的人戶已經很少，因而官僚地主與普通地主已

經沒有多少明顯的區別。他們都可以通過土地買賣實現土地兼併，並由此改善其

經濟地位。（魯亦冬，1994：29） 

 

    再者，宋朝建立以來，爲了高度中央集權，官僚體系是非常龐大，是國家的財政支出相對

大幅度增加。因此，宋朝的賦役加課衆多，百姓的負擔苛重。 

 

王應麟在《困學紀聞》中說，宋服役十倍於漢唐：「晃景迂謂，今服役幾十

倍於漢。林勛謂，租增唐七倍，又加夏稅，通計無慮十倍。李微之謂，布縷之徵

三，穀粟
ㄙ
ㄨ

ˋ
ˋ 之徵三，力役之徵死，蓋用其十矣。27」 

 

    歷朝稅制資料顯示，重服役的朝代都會引發一系列的問題。當然，宋朝也不例外。首先就

是更多的農民加入逃亡的行列，致使浮戶增加；還有些假冒逃戶以逃避賦役；有些則攜帶田產

歸隱到地方豪族下當佃農，而田地則成爲隱田，導致稅收大幅度減少。本來自唐朝以來，隱田

就是一大問題，重賦之下隱田的問題更是迅速的惡化。 

 

《文獻通考》中曾描述此現象：「自祖宗乘五代之亂，王師所至，首務去民

疾苦，無名苛細之斂剷革幾盡，尺縑斗粟無所增益，……而又田制不立，田畝轉

易、丁口隱漏、兼併僞冒者未嘗考按，故賦入之利視古為薄。」 

     

                                                
26 袁采（1178），《袁氏世範》卷 3。 
27 《困學紀聞》卷《考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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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手法如何，有一點可以很明白就是百姓盡在逃避賦役負擔上動腦筋。對於國家而言，

不只是面對無法徹查隱田的問題，還有的是國家賦稅的銳減問題，隨之而來的就是荒田的增加

和私自佔有土地繼而將之兼併等等問題。 

    爲了解決隱田的漏稅問題，方田均稅法被提出。此法乃是針對大地主兼併土地、隱田和賦

稅不均等問題所制訂的。方田均稅法推行後，頗有見效。 

 

歐陽修所上的奏摺《論方田均稅札子》中就指出：「孫琳與郭諮在洺州肥鄉

縣為均稅而創立千步方田法。括定民田，使無欺隱；均水之後，逃戶歸業者五百

餘家，復得稅數不少……」28 

 

     但是，此法觸及到朝廷上一些官僚的切身利益，在推行此法時百般阻攔。以擾民、勞民

傷財為由阻攔此法的推行。 

 

從趙抃的言論可以得知：「朝廷遣官下河北、陝西等路均稅。近聞，諸州縣

人不測事端，生疑惑，往往移換物產，砍伐桑棗，村落僻處最驚擾……。29」 

 

    除此之外，更有些則故意使稅制制度無法順利完成。 

 

……，三司對此法並不滿意，故意選擇賦稅負擔極不平均的毫州、壽州、汝

州、蔡州、讓郭、孫的方田稅法在那裏碰壁。……在上蔡縣剛檢括了二万六千九

百多頃，就遭到重重阻力。郭諮不得不宣告中途退卻，說州縣逃田多，未能盡括。

朝廷也以爲此法勞民傷財，終于停擺 30。 

 

                                                
28 歐陽修，卷 103《論方田均稅札子》。 
29 《趙清縣公集》卷 4 <奏狀乞抽回河北陝西等均稅官>。 
30 《續資治通鋻長編》卷 142。慶歷 3 年 10 月丁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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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方田均稅法觸及「富者地愈廣而賦愈輕」的痼疾，所以引起許多反彈。最終方田均稅

法宣告失敗。 

 

（2）皇帝帶頭土地兼併。 

皇帝帶頭兼併土地在歷史上非新鮮之事。在元朝的可汗（皇帝），不僅是全國土地名義的

所有者，而且實際上也擁有大量的私有土地。皇室私有土地，其大半在江南。各地的山林陂澤

湖沼以及一切無主荒地，也在官田名義下，部分歸皇室所有（陳喜忠，1994：83）。其實，在某

些朝代的的盛世或剛興起的統治者都會積極推行土地兼併的種種措施。但往往到了朝代後期，

其後代的統治者安於享樂，在荒政下以及各方（貴族、大地主、各地方豪強）對土地的兼併已

到達無法遏制，國家最終走入衰敗。這正説明了創業容易受業難不變的千古道理。無獨有偶，

在漢朝也有記錄皇帝帶頭兼併土地。成帝廣置私田，“奢侈逸豫，務廣第室，治園池，多蓄奴

婢 31”，成了名副其實、最有權勢的豪強地主（樊樹志，1988：89-90）。靈帝于“河間買田宅，

起第觀”，所謂“王者蓄私田財物，為庶人之事”
32
，與一般地主一起汲汲于土地兼併。等而

下之，成帝時以經學起家官至丞相的張禹，“多買田至數百頃，皆涇渭溉灌，極豪腴上賈
33
”；

濟南王劉康有“私田八百頃”
34
，是小巫見大巫了。皇帝帶頭兼併土地，這説明了皇帝不再滿

足於“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虛幻所有權。皇帝不僅把山林藪
ㄙ
ㄡ

ˇ
ˇ 澤之類公田變爲皇室的私產，

而且廣置私田。這種現象在歷朝屢有記錄已不足爲奇。 

 

（3）士大夫、豪強掠奪，種種方法吞併土地。 

東漢初，洛陽、南陽一帶豪強林立，“田宅逾制，不可為准 35”。外戚馬防兄

弟，“資產巨億，皆買京師豪腴美田 36”。陰氏家族，“有田七百餘頃 37”。濟南

                                                
31 摘自《漢書‧成帝紀》。 
32 摘自《漢書‧五行志》。 
33 摘自《漢書‧張禹傳》。 
34 摘自《後漢書‧濟南王康傳》。 
35 摘自《後漢書‧劉隆傳》。 
36 摘自《後漢書‧馬援傳附子防傳》。 
37 摘自《後漢書‧隱識傳附弟興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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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康，“私田八百頃 38”。 

從土地所有制的發展途徑和兼併方式中可以看出，自耕農地向官僚、貴族、地方豪強手裡

集中，土地兼併的速度之所以如此劇烈和迅速，很顯然是政治權力的滲透所致。官僚和當地士

豪互相勾結，一起舞弊打通上下關節的情況更是每朝代都在上演。就如以下這例子。在明朝嘉

靖九年（1580 年），一名身職禮部右侍郎——顧鼎臣上疏《陳愚見劃積弊以裨新政疏》揭露在

江南的府州縣總書、書手勾結貪官污吏、造奸作弊，爲了達到土地兼併和逃稅，其手段花樣百

出：（1）私雕印信，詐領錢糧。（2）依仿判筆，套寫畫押。（3）將上司做派增減數目。（4）將

府州縣卷追改年月。（5）將宥免重復科征。（6）將暫征概作嵗派。（7）總數與撒數不合，官簿

與底簿不同。（8）將已征在官支調侵分。（9）私收入己，申報民欠（10）將官田改作民田，肥

蕩改作瘦蕩。（11）將蠲糧叩賣別區。（12）將正糧灑派細戶。（樊樹志，1988：413）官員貪污

中飽後，使“每年糧額前以千萬計，負累概州縣善良人戶，包補日積月欠，坐致困窮……39”           

這種情況導致大量農民因爲無法負荷常年累月的重稅追並，農民多數選擇抛棄田土、流亡他

處。而逃亡者的田賦稅便由未逃亡者分攤。這情形就像滾雪球般，問題不斷循環上演而且不間

斷的擴大，當農民不堪攤還稅糧，就會有更多的人加入逃往的行列。最終致使大量田地荒廢、

國家稅收縮減，直接威脅國家經濟命脈。 

以上種種只是被揭露，卻是冰山一角。 

 

（4）生産技術與天災人禍、亂世導致土地集中於各地方豪強 

 

漢武帝時代，以耦犁、耬犁爲主要形式的鐵農具與牛耕技術的發展，建立

在二牛三人的耦耕技術基礎上的代田法的推廣，為豪強地主的大土地經營提供

了強大的生産力。 

 

地方勢力的豪強以他們的經濟力量、土地、畜牲、人力資源以及農耕技術與自耕農相比實

                                                
38 摘自《後漢書‧濟南安王康傳》。 
39 《世宗嘉靖實錄》卷 118，嘉靖 9 年 10 月辛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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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了上風，同時生産力的提升有利於豪強左右買賣價格，對農業時期的生産發展而言，它是一

股不可低估的地方力量。 

 

武帝時代的大官遼寧成“貫貸陂田千餘頃，假貧民，役使數千家 40”；淮南王

劉安的子女“擅國權，奪民田宅 41”；衡山王劉賜“數侵奪人田，壞人冢以爲田 42”。 

元、成、哀、平時代，小農破產、土地兼併一發而不可收拾，豪強乘機膨脹，

形成“豪民佔田或至數百千頃 43”的局面。例如張禹“内殖貨財，家以田為業，及

富貴多買田至四百頃 44”；樊宏“世善農稼”，又“好貨殖”，兼營高利貸，“廣

開田土三百頃 45”。 

 

不管到了哪個朝代，豪強都擁有比自耕農更好的耕田技術、人力資源和財力宏厚上的優

勢。處在弱勢的自耕農一旦遇到國家加重抽賦稅、官員額外加抽附加稅、遇到天災——乾旱、

大蝗蟲侵襲、大洪水、豪強壓逼勢力都無法頑抗，自耕農無法負荷以上種種，終至破產或者將

田地變賣、抵押給地方大地主/豪強。而自耕農從本來擁有農地變成大地主/豪強下的“佃農
46
”。 

各朝代，隨著土地買賣，大量土地接下來就是土地兼併，將土地轉換為私有財產。 

這是否説明只要遏止“土地私有化”就可以解決抽不到稅的財政問題，顯然，問題沒那麽

容易解決。因爲土地私有化牽連官僚階層、士大夫和各地豪士的利益，在根本上，遏止是談不

上的，也只能用制度“限制”“土地私有化”，這也只是一個延緩之策，也只能緩衝階級之間

的衝突和國家腐敗的速度。 

 

（二）土地兼併帶給國家的社會問題 

                                                
40 摘自《史記‧酷吏列傳》。 
41 摘自《漢書‧淮南王安傳》。 
42 摘自《漢書‧衡山王賜傳》。 
43 摘自《前漢記‧文帝紀》。 
44 摘自《後漢書‧張禹傳》。 
45 摘自《後漢書‧樊宏傳》。 
46 佃農——通常是指封建地主制經濟下租種地主土地的農民。在中國封建時代，不同時期又有田客、佃客、地客、

莊戶、佃戶等稱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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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以上可知，土地兼併在歷史性發展以及它延續性的在歷朝中發生。不難了解，土地兼併

背後有著強大的社會階級在操弄，此社會階級——從前的貴族大地主、地方豪族大地主、到後

來的大官僚大地主利用自身權貴和勢力不斷的併吞國有土地，致使國有土地大量減少，國賦稅

收銳減，最終導致國家面臨財政問題，甚至危及國家生存。由此可知，土地兼併的滾雪球效應

甚大。經過以上的討論，筆者將土地兼併帶給國家的社會問題，大致分爲三個面向：（1）稅收

銳減，國庫空虛；（2）爭奪國家資源，皇權階級矛盾；（3）人民生活困苦，貧富差距懸殊。 

從以上敍述可知，朝廷發給百姓的土地最終都會向官僚/豪族集中。施行稅制制度期間又面

臨歷代都會發生的土地兼併、逃稅、隱田、苛稅，當抽不到稅時，就會制定新的稅制；但是，

新稅制往往會和士大夫階級或豪強的切身利益有衝突，因此新制會被大力抵制和反對。在強力

的抵抗下，帝王往往會妥協，此時稅收問題又會回到原點。 

    再者，中國古代的稅制史中顯示，百姓繳納的賦稅不均的問題一直存在，而且歷朝都會有

「富者地愈廣而賦稅愈輕」的不尋常的現象。猶如以下敍述： 

 

稅役不均久矣，富者輕，貧者重，故下戶日困。47 

人買賣田，貧者願速售，薄徒其稅，富者欲邀利，務低其值，稅移薄。故貧

者地去賦益重，嘗直既少，故富者地愈廣富愈輕，此天下之公患。48
 

真宗皇帝說：“豪強形勢者田多而稅少，貧弱者地薄而稅重，由是富者益富，

貧者益貧。49” 

 

    這是因爲富者為地方權貴或者本身就是官僚階級，仗著自身職權之便和自身的地方勢力，

又或者與官方勾結，使用種種避稅手法，經歷了這麽多朝還是發生同樣的問題。這些問題在帝

制制度的最後一朝——清朝，它又如何應對這些問題。 

                                                
47 《續資治通鋻長編》卷 360，元丰 8 年 10 月丙申。 
48 《皇朝通鋻長編紀事本末》卷 138。 
49 《宋會要輯稿·食貨》一之一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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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雍正帝的治理 

在前面一章，我們已總體分析了傳統中國帝制的統治模式，透過了解歷朝都會面臨的財政

稅收問題中得知在「早熟的大一統」國家底下，財政稅收成爲統治者必然需要面對的統治難題，

同時，也是對於國家是否是興盛與衰亡的一大關鍵。在這一章節是本研究最終關懷的一章，雍

正作爲歷經「早熟的大一統」國家的統治者之一，他的治理和所實施的政策是否能解決這五千

年以來一直困擾傳統中國帝制社會的財政稅收問題？他是否能順利的將百姓的錢糧稅收至國

庫？他又用了什麽實質的辦法解決這個問題？ 

據衆人周知，在歷史上都說康乾盛世，卻獨漏了處在兩者之間的雍正皇帝。他們三位皇帝

統治清朝共 130 多年，佔清朝最長的時間。三位皇帝在位的時間，算雍正最短。但是關於他的

傳説、故事也特別多。也是衆多皇帝中最具有爭議的一個。可是，他在位僅僅的 13 年來對清

朝卻有著相當重要的貢獻。不少學者對他的看法並認爲他是奠基乾隆盛世基礎的最大功勞者，

認爲他的治國之道在某程度上能一掃康熙晚年所留下的許多弊病和國庫虧空的歪風，恢復國家

一定的財富實力。由此可看出，康熙留給雍正的江山，是一個國庫財政空虛的大帝國。因此，

在了解雍正皇帝的治國政策的緣由，必須先對康熙在位時的國家、社會以及財政等狀況。這樣

才能更了解清康熙到清雍正的兩代國家發展脈絡。故在此章節，共分爲二節。在第一節部分，

筆者希望透過對清朝康熙在位時的社會和國家財政狀況進行分析，繼而了解康熙帝和雍正帝在

歷史背景不一樣的情況下，兩者所實施的政策有何不同，爲何最終致使康熙晚年的國庫虧空如

此嚴重。第二節，治理首要任務——財政政策分析（攤丁入畝的執行和成效）。 

由此，我們必須先了解清朝康熙在位時的財政狀況。 

 

第一節 清朝康熙年間財政狀況 

清朝剛建國之初，爲了安定百姓，實施輕賦減稅。一來想盡速恢復百姓生計讓社會恢復生

産，以利於國家發展；二來為了減輕民族（滿漢）之間的矛盾，以薄稅緩和兩者之間的緊張關

係。由於清朝從原本邊疆民族，統治整個大一統中國，因此，也研習就制度與傳統治理方法。

我們皆知滿人入關統治中原，是以少數的滿人民族統治多數人的漢族。在滿人入關之初，滿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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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緊張，加重了清朝的統治在統治上嚴峻的考驗。因此，清初順治、康熙、雍正……等皇帝

都極爲重視漢化以及漢學習，以圖緩和與漢臣之間的矛盾以及透過漢學習來化解彼此的隔閡。

因此，清朝不同於其他朝代的社會歷史條件，主要也在於有滿漢群臣關係。 

根據鄭天挺（1999）認為，康熙執政最主要面臨三個問題。一、四大臣之輔政。二、三藩

之亂平定。三、台灣的統一。首先則遇到四大臣之輔政，康熙僅八歲即位，四大群成的輔佐，

並沒有為康熙的皇權來穩固，加上鰲拜專橫的問題，使得康熙早年在並沒有實質上的皇權，也

無法完全解決朋黨以及群臣之間的對立問題，直到鰲拜入獄後，康熙得以穩固皇權。由於大清

統一，上不過三代，因此，穩固政權是最重要的手段，這也使得清朝統一後，比其他朝代仍要

積極處理人民與皇權上的問題。 

雖然康熙取得皇權後，但各地仍有群臣擁兵自重，因此，接下來有三藩平亂，三藩平亂後，

仍有戰爭，最後由施琅平定收復台灣。因此，康熙年間，康熙所面臨最大的問題，就是穩固皇

權，而戰爭就是穩固皇權的手段之一。因此，康熙採取對外用戰爭來穩固帝國，對內則踩以懷

柔政策安撫滿漢眾臣，來建立皇權，在恩威並施，的情況下來統治大清帝國，但這也埋下日後

大青的國庫稅收的問題。 

戰爭所需花費的費用非常高額，加上為安撫滿漢眾臣，採取懷柔，官貪腐成風，也讓整個

清朝整個朝政最重因為要治理黃河水，面臨財政上的困境。從以下表格顯示了順治、康熙時期

賦稅收入情況表： 

 

年度 
田賦 雜課 

徵銀（千兩） 徵糧（千石） 茶（引） 鹽（引） 徵課銀（千兩） 

順治八年 21100 5739 - - - 

順治十三年 22090 5812 - - - 

順治十八年 25724 6108 - - - 

康熙一年 25769 6122 157928 4204598 2734 

康熙五年 25831 6161 165850 4329347 2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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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十年 25909 6215 168304 4441274 2793 

康熙十五年 20213 5036 153735 3565423 2251 

康熙二十年 22184 6271 155365 3983072 2399 

康熙二十五年 27240 6912 159315 4356150 2761 

康熙三十年 27375 6950 157453 4335860 2698 

康熙三十五年 27397 6968 157453 4319370 2695 

康熙四十年 27391 6968 157465 4319486 2691 

康熙四十五年 27411 6971 157415 4319495 2691 

康熙五十年 29905 6912 235215 5091609 3729 

康熙五十五年 29995 6893 353424 5102350 3761 

康熙六十年 28791 6902 295570 5114540 3772 

表 4.1.1順治、康熙時期賦稅收入情況。資料來源：据《實清錄》和《大清會典》的年度

記載。 

 

從表格數據顯示，順治皇帝時期，國家賦稅是主要的財政收入來源。數據顯示，從順治皇

帝到康熙末年，國家賦稅收入增加的額度緩慢。而且當時國内大規模的戰爭不斷，軍事耗費十

分龐大。順治時期就已經出現歷年收入不敷出、財政支出嚴重不平衡，以致國庫虧空額原來越

大。這狀況直至康熙平定「三藩之亂」以後，財政才有好轉。 

 

到了康熙末年，鑒於地畝和人丁變動很大，難以精確統計。這只會讓地方官僚有營私舞弊

的便利，並造成許多賦役負擔不均的現象。有鑒于此，康熙五十一年頒佈了「盛世滋生人丁，

永不加賦」的重大措施。 

 

……以康熙五十年的人丁戶口數據為固定標準，以後到達成丁年齡的稱為「盛

世滋生人丁」，在不承擔丁役，永不加賦；人丁遇有減少時，用新增人丁抵補，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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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原額不變。（龐毅等著，1994：20） 

 

自此全國賦稅徵收的總額就固定了，不再隨著人口增加而有所浮動。這也使得農民負擔比

較固定，減少因不堪重賦而逃亡的農民，隨之逃戶也逐漸回流，人口也有了一定的鼓勵增長的

效用。在稅收上也堵塞地方官員以丁稅為名目向百姓無限制地私自加收而加重百姓負擔的途

徑。 

這一改革措施實施以來，為大清開發和發展有實質上的效益，也適應了當時重農需要大量

人力資源已達到生産上勞動力的迫切需求。但由於稅額已固定，與人口增加無法相對成正比，

在人口急劇增加情況下，造成土地與百姓人數不敷正比例的現象。此外，這種定額稅收的規定

也造成國家發展上能動員的資金有限。為解決人口的問題，大量開墾荒地是唯一解決方法。 

從下表，可以看出清前期耕地面積、人丁數統計。 

 

清前期耕地面積、人丁數統計表 

年代 耕地面積（千頃） 人丁數 

天啓六年（1626年） 7439 51655159 

順治八年（1651年） 2909 10633326 

順治十八年（1661年） 5265 19137652 

康熙十年（1671年） 5459 19407587 

康熙二十年（1681年） 5315 17235368 

康熙三十年（1691年） 5933 20363568 

康熙四十年（1701年） 5987 20411163 

康熙五十年（1711年） 6930 24621324 

康熙六十年（1721年） 7356 25386209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 8511 25763498 

雍正九年（1731年） 8786 25441456 

表 4.1.2清前期耕地面積、人丁數統計表。備註：1.資料來源-天啓六年數據《明熹宗實錄》

卷七十四。其餘數據來自《清實錄》及《大清會典》的年度記載。2.以上所指的人丁為 16 至

60嵗的成年男子。 

 

儘管以上數字並非如是精確，但以康熙末年所耕之地和人口方面的數據已超過明朝的最高

數據。由此可知，康熙的「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賦」起了一定作用，讓土地開墾的頃數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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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方面都有大幅度的增加。 

 

据統計，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與順治八年（1651年）相比，人口增長近

150%，耕地增長 110%，田賦徵銀增長 44%。（龐毅等著，1994：20） 

 

但是康熙晚年，為緩和滿清之間的緊張關係，故實施寬容的仁政。以致人事不修、貪風盛

行。在康熙四十八年，庫銀還有 5000萬兩。可是經過短短 13年，到了康熙六十一年的戶部庫

銀僅剩 800萬兩
50
。國庫庫因虧空的原由除了平定十二年三藩之亂、收復臺灣、晚年出兵定西

藏，屯重兵於青海以防准噶爾，以致在康熙十七年，國庫錢糧只剩下 334萬兩。還有一個至關

重要的就是官員借了國庫錢糧不歸還，還有的就是地方政府官員私自挪用公款，長年累月就成

了很大筆的虧空款項。以下表格為康熙、雍正和乾隆三朝的戶部銀庫存銀數 51： 

 

康熙執政 61 年 

（1662~1720） 
雍正執政 13 年 
（1721~1739） 

乾隆十七年 3863 
乾隆十八年 3987 

年份 庫存 年份 庫存 乾隆十九年 3761 
康熙六年 249 雍正元年 2361 乾隆二十年 4300 
康熙十一年 1810 雍正二年 3163 乾隆二十一年 4322 
康熙十二年 2136 雍正三年 4043 乾隆二十二年 4015 
康熙十六年 531 雍正四年 4741 乾隆二十三年 3638 
康熙十七年 334 雍正五年 5525 乾隆二十四年 3673 
康熙二十五年 2605 雍正六年 5824 乾隆二十五年 3550 
康熙二十六年 2896 雍正七年 6025 乾隆二十六年 3664 
康熙三十年 3185 雍正八年 6218 乾隆二十七年 4193 
康熙三十一年 3426 雍正九年 5038 乾隆二十八年 4706 
康熙三十二年 3760 雍正十年 4439 乾隆二十九年 5427 
康熙三十三年 4101 雍正十一年 3793 乾隆三十年 6034 
康熙三十四年 4226 雍正十二年 3250 乾隆三十一年 6661 
康熙三十五年 4263 雍正十三年 3453 乾隆三十二年 6650 

                                                
50 阿桂《皇朝經世文編》，<論增兵籌餉疏>卷 26。 
51 資料來源：史志宏著，中国经济史研究丛书《清代户部银库收支和库存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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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三十六年 4064 乾隆執政 60 年 
（1740~1795） 

乾隆三十三年 7182 
康熙三十七年 4054 乾隆三十四年 7622 
康熙四十二年 3837 年份 庫存 乾隆三十五年 7730 
康熙四十三年 3999 乾隆元年 3396 乾隆三十六年 7894 
康熙四十七年 4718 乾隆二年 3439 乾隆三十七年 7874 
康熙四十八年 4377 乾隆三年 3486 乾隆三十八年 6868 
康熙四十九年 4588 乾隆四年 3258 乾隆三十九年 7391 
康熙五十二年 4309 乾隆五年 3049 乾隆四十年 6296 
康熙五十三年 4073 乾隆六年 3146 乾隆四十一年 7466 
康熙五十七年 4432 乾隆七年 3275 乾隆四十二年 8182 
康熙五十八年 4737 乾隆八年 2912 乾隆四十四年 7504 
康熙五十九年 3932 乾隆九年 3190 乾隆四十五年 7547 
康熙六十年 3262 乾隆十年 3317 乾隆五十九年 7147 
康熙六十一年 2716 乾隆十一年 3463 乾隆六十年 6939 
  乾隆十二年 3236   
  乾隆十三年 2746   
  乾隆十四年 2807   
  乾隆十五年 3080   
  乾隆十六年 3250   
表 4.1.3 康熙、雍正和乾隆三朝的戶部銀庫存銀數 

 

康熙晚年留下的財政問題，讓接位者雍正帝面臨清朝以來財政虧空嚴重的財政問題，爲了

追討國庫錢糧使盡所有方法，因爲這財政問題已攸關國家存亡之虞，雍正帝不得不謹慎，不得

不鐵腕處理，追逃國庫錢糧時也不惜得罪中間階級的官僚們/士大夫（也就是帝制國皇帝所仰

賴的一群官僚）而用強硬的手段達成目的。在以下一系列政策的施行，尤其針對康熙晚期的弊

病——人事不修和財政虧空兩大塊，朝廷的官僚/士大夫階級更是首當其衝的。因此，雍正帝

與官僚/士大夫的衝突與緊張關係更加鮮明。 

雍正年所實施的政策，筆者將它大致分爲大項：第一項是財政的整頓與改革賦役制度，其

政策有整頓官吏與財政、攤丁入畝、耗羨歸公、士民一體當差；第二項為重農，其政策有擴大

墾田，興修水利；第三項是整肅官僚體制和鞏固皇權，其政策有建立健全密摺制度、創立軍機

處、改革旗務等等正面的政策。前兩大項的政策整體而言對財政有相當大的幫助。三大項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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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並不是獨立作業，其之間是一體多面，整體而言，都是爲了挽救康熙晚期的政策弊病所設和

鞏固皇權的統治而設。 

 

康熙晚期的寬仁施政使官吏腐敗，官場挪用/借公款風氣盛行，導致國庫嚴重虧空。雍正帝

繼位後，首要處理的就是國家的財政問題。在統治金字塔架構中，我們可以瞭解，財政問題出

自於位在中間階級的官僚將國家資源/稅收中飽私囊。這種局面，造成以下幾個非常嚴重的問

題：第一點，國家難以發展。國家在面對大量開支——如河工、打仗、飢荒等急需用錢時，因

國庫虧空致使無錢可撥，在財政拮据下，國家難以發展；第二點，皇帝與官僚的緊張關係。以

大一統局面，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觀念透露，中國所有的資源都歸皇帝所有，只有皇帝才有權

力支配資源的運用，但國家許多資源都被官僚階級挪為已用，這直接威脅皇帝至高無上的皇

權，再者若對官僚階級追討國庫虧空的錢糧，這必定引起皇帝與官僚之間的緊張關係。第三點，

動搖國家的根基。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但是官僚階級對百姓的壓榨和苛刻稅收，若逢農

收欠佳、飢荒等事，在民不聊生的狀況，國家易發生動亂起義事件。 

再者，如前章所言，稅收銳減導致國庫歸空是一個歷史上不斷上演的社會問題。到了清朝

依然面對豪紳仗著免稅，大量購買土地並大量兼併之下（在土地稅制的章節就提及，土地兼併

者問題是不可能消失的，只要有私有制制度在，土地兼併是必然的產物），國庫稅收日益減少，

加上官僚挪用以致國庫虧空嚴重。到了康熙晚年，財政出現了重大危機。因此，雍正帝他能否

挽救這局面，他的治國之道是否能解決這困擾中國帝制社會五千年的財政問題，關於這方面的

分析將在此章説明。 

 

第二節 治理首要任務——財政政策分析 

爲了挽救康熙晚年實施寬容和寬仁政策，人事不修貪風盛行之下造成國家庫銀出現重大虧

空。爲了解決這嚴重的財政問題，雍正一上任就下達了整頓吏治和追逃虧空錢糧的命令。這證

明雍正帝抛開以往皇帝上任之初所要展現的皇帝之風——仁君，寬柔對待百官的印象和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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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此得知，雍正帝時非常認真地解決這個問題，不惜得罪文武百官，只是一心想如何追逃國庫

錢糧以及如何有效地從百姓中抽到稅收。由此，我們從雍正帝上任第一個月談起。 

 

整頓吏治——追討虧空錢糧 

雍正繼位一個月——十二月十三日，就給戶部下達全面清查錢糧的命令。他說各地虧空錢

糧，不是受上司勒索，就是自身侵漁，都是非法的。所謂勒限追補，也不過虛應故事，虧欠依

然如故。但庫藏因此空虛，一旦地方有事，急需開支，則關係非淺，因此決定清查： 

 

各省督撫將所屬錢糧嚴行稽查，凡有虧空，無論已經參出及未經參出者，三年

之內務期如數補足，毋得苛派民間，毋得苛派民間，毋得藉端遮飾，如限期不完，

定行從重治罪。三年補完之後，若再有虧空，決不寬貸 52。 

 

針對各地方官吏的種種掩飾虧空或逃避清查的手段，雍正帝採取了一系列對策的措施，嚴

猛的將清查執行下去，其方法和對策有： 

 

革職離任催追、抄家籍沒、制定「分賠著賠之例」、朱連宗族親友賠償、禁止

藉口讓地方百姓代賠、因罪自殺者著落子孫家人追賠等。（梁希哲，2001：104） 

 

由此可見，爲了追討國庫虧空錢糧，雍正可是用盡方法，一點也不手軟。一旦證實官員虧

空公款，一律革職催討錢糧，抄家沒收家產以抵所虧欠之錢糧是常有的事。也難怪雍正會落得

一個抄家皇帝的尊稱。面對一些官員將錢財分藏在族親好友時，換作是之前朝代的皇帝也只是

做到針對此貪污官員，頂多最嚴重的就是抄家。可是雍正對於官員將財富試圖藏匿在宗族親友

的，都採取強烈的手段向他們索償，或者要他們分擔償還虧款。一些官員利用還在擁有官職之

便，要求地方百姓代賠，這一律都被雍正禁止。一些官員被追的緊迫，一心想以自殺作爲了結，

                                                
52 《上諭內閣》，康熙六十一年十二月十三日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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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富還可以留給子孫。一般來説，如果閙出人命，過往的統治者都會爲了不想留下暴君逼債逼

死忠臣的駡名。但偏偏雍正還是窮追不捨，對自殺官員的後代子孫追討虧空錢糧。對於自己嚴

刑峻法、嚴厲之極的手段，一切實乃爲了改善國家財政狀況。 

 

縱觀雍正帝嚴猛治吏，以嚴追虧空、懲治貪汙最有代表性。面對國庫空虛、財

政拮据、吏治腐敗的現實，雍正帝有言：「康熙年間之虧空，此時不能清楚，倘雍

正年間又有虧空，將來亦復不便稽查。積弊相因，何以經國用而垂法紀乎？」「經

國用而垂法紀」，概括了清查錢糧的雙重目的：改善國家的財政狀況，嚴肅法紀，

澄清吏治。雍正帝採取一系列懲貪措施，都服從一個目的——也就是整頓吏治與整

頓財政是結合進行的。（梁希哲，2001：103-104） 

 

經過雍正鐵腕追討國庫所虧空的錢糧，雍正八年（1730年）的戶部銀庫存銀數來看已高達

六千二百餘萬兩。與康熙晚年時期的財政數據相比，財政的確有了改善。但是，由於手段激烈，

過程中得罪了不少的官僚/士大夫，這也呼應雍正帝爲何會得到駡名。 

 

追補虧空、懲治貪汙的有直接明顯的效果，僅從戶部銀庫存銀數量上看，雍

正八年（1730年）就高達六千二百餘萬兩，遠遠超出康熙六十年（1721年）的三

百二十萬兩。可見，康熙晚期國家財政窘迫狀況已得到徹底改善。（梁希哲，2001：

106-107）。 

 

賦役制度——攤丁入畝 

雍正帝除了追逃國庫以外，國家是否能從百姓口袋中抽取賦稅也是至關重要的。當然歷朝

的土地發展史告訴我們，土地兼併是不能避免的現象，既然它是無法改變的，那雍正帝他採取

了怎麽樣的賦稅制度改革呢？在雍正元年七月，正式在全國頒發詔令，推行「攤丁入畝」政策。 

攤丁入畝，顧名思義就是將人丁稅攤入地稅中。那這個制度的做法有沒有效呢？而且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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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二年開始至七年，這個制度就先後在河北、福建、山東、雲南、河南、陝西、浙江、甘肅、

江蘇、安徽、江西、湖南廣西、湖北等絕大部分省份陸續推行。看其推行之廣，是不是説明它

是有效的？且讓我們往下繼續分析。 

中國的賦役主要分爲差徭和田賦兩項，它是臣民對封建社會的義務，歷來是分開徵收。不

但戶口貧富不等，富者田連千畝，竟少丁差，貧民無地立錐，故造成徭役很重，為無田者不能

負荷，差徭不均，迫使貧民隱匿人口或逃往他處，逃避差役。（馮爾康，1992：177）爲此，

雍正帝知道這種稅制對國家的徵徭和徵賦沒有保障，嚴重影響國家收入和社會的穩定。這種徭

役制度的不合理所產生的問題，已成爲統治者必須解決的社會問題。由此，雍正帝試圖推行的

「攤丁入畝」為稅制發展史中一大躍進，因爲這種稅收制度近乎近代以不動產——土地、田地

為抽稅對象。 

雍正帝為解決財政稅收的問題，在雍正二年（1724年）始推攤丁入畝。攤丁入畝的實行，

解決了清朝賦稅混亂的局面。此政策使有土地的人增加賦稅，而貧者免役，所以是利貧損富的

辦法。雍正帝言「丁銀攤入地畝一事，于窮民有益，而于紳衿富戶不便
53
」。另外，則確保了

清朝錢糧收入以及穩定社會的功效。 

攤丁入畝使無地的貧丁，不需要繳丁銀，所以無地或少地的貧困農民相對的減輕負擔。以

直隸獲鹿縣攤丁入地前後，各農民每丁負擔的變化為例。如下表： 

 

      丁 別 
每丁 
負擔丁銀兩 

100 畝以上 60-100 畝 30-60 畝 10-30 畝 10 畝以下 

攤丁前 0.2 244 0.3 100 0.2 163 0.1 337 0.1 014 
攤丁後 1.8 574 0.4 123 0.2 242 0.1 008 0.0 280 
負擔的變化 +727.7% +33% +3.7% -24.6% -72.4% 

表 4.2.1  直隸獲鹿縣攤丁入地前後，各農民每丁負擔的變化為例。（梁希哲，2001：202） 

 

有上表的「負擔的變化」一覽中可以得知，這政策對擁有廣地的紳衿（指紳士和官僚等階

                                                
53 《上諭內閣》，四年七月初二日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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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不利，擁有 100畝以上土地的官僚/豪族們比起只擁有 10畝以下土地的百姓來説，其負擔

呈現的便是一個道理：地多，賦稅也多。 

在歷朝的財政稅收中的陋習都是「富者地愈廣而賦愈輕」，由於有錢的為官者仗著免稅，

大量併購田地，又以自身官職之便逃稅。故此，過去的統治者都無法順利抽取稅收。可是實施

攤丁入畝就不一樣了，因爲攤丁入畝乃是針對擁有越多的田地者就得付更多的稅收。在地多賦

稅也成比例增加的情況，朝上反對實施攤丁入畝的官員說，其權勢（指朝廷權貴之人）厭惡他

（指雍正帝）。這種土地稅制的改革反映了以人丁為徵稅對象的落後稅法，必然要被以資產（主

要是土地）為徵稅對象的先進稅法所取代的發展趨勢。因此，攤丁入畝奠基在過去稅制抽稅的

基礎上，可說是稅制史中一大進步。在過去經驗，即使規定要繳稅，官僚/豪族們都會透過互

相勾結關係或仗著自己是官僚階級免稅和逃稅。可是雍正帝實施耗羡歸公、養廉銀和市民一體

當差來改善這種陋習。 

 

耗羨歸公 

   耗羨，是地方官以將散碎銀兩熔煉成統一寳銀是造成損耗、運糧時雀食鼠啃造成損耗為名

在正額錢糧之外徵收的附加稅（張研，2004：48）。耗羨原本是補貼地方官員之公用，由官員

自行徵收。但在康熙年間，各地私自加派的耗羨過多，一些地方每兩加派二三錢，有的四五錢，

等於半倍田賦，加重百姓的負擔。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被查處的兩江總督噶禮一次貪汙

火耗銀就達四十餘萬兩。這已經形成非常嚴重的貪汙納賄的風氣。因此，私派徵收與官吏貪汙

納賄成爲康熙年兩大社會弊端。在雍正年，地方官員私自加派嚴重與雍正帝追捕虧空有直接的

關係，地方官員爲了補虧，只好又開立徵收名目轉攤到百姓。雍正帝爲了解決這些弊端，提出

耗羨歸公與養廉銀兩措施。 

    耗羨歸公，也就是將所有地方所徵收的耗羨都收為國家所有，再由朝廷發放地方政府。 

     其用項主要有： 

（一） 一是用作各級官吏的養廉銀； 

（二） 二是支應地方遇有不得以之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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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三是賠補地方虧空。 

 

    所謂的養廉銀，就是在各省已歸公的耗羨中撥出一部分用於官員的私人生活

和衙門公務開支的銀兩，設養廉還有一個原因就是任憑雍正挖空心思、用盡辦法，

杜絕貪汙納賄是很難的。（梁希哲，2001：212） 

     

    在某個層面，耗羨歸公本來是非法的，不被允許的私自加派的附加稅，但這種加派稅在實

際面上的「早熟大一統帝國」中，是很難禁止得了的，就如梁希哲所說，可以說是不太可能管

得了，就像土地兼併的問題一樣，既然禁不了，但又不能讓官員無限制的加派課稅在百姓身上。

因此將之合法化，收歸公家所有，一來可以以此養廉，作爲對清廉的官員一種獎勵。雖説是一

種獎勵，實質上它可説是俸祿外的一種補助金還來得貼切。依據梁希哲對於養廉銀的措施給了

雍正帝正面的評價和肯定。 

 

當時的社會有明顯的影響：第一，削弱了地方勢力，有利於中央集權的加強；

第二，耗羨歸公可以彌補康熙晚年的財政虧空；第三，在一定程度上減輕百姓的

負擔；第四，貪汙納賄之風有所收斂（梁希哲，2001：210-214）。 

    

    相對的，地方官員也少了很多額外的「收入」，耗羨歸公在某個層面上，就像斷絕了地方

官員的財路。在大量縮減官員的「收入」，在這點上，官員的不滿是可想而知的，以致雍正化

的嚴苛等駡名。 

 

士民一體當差 

    雍正帝在稅收方面還作出了一個創舉，就是士民一體當差。在清初剛入關時，依照以往制

度，官僚階級是免賦役的。尤其官階越大，除了本身稅額全面以外，還可以擴及上至親友、下

至奴婢都能一一免除的賦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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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朝入關之初，依照官員品級優免該戶一定量的丁役，免除士人本身的差

異和一切雜辦。這些紳衿戶都享有法定的免役權。（馮爾康，1992：170）。 

    雍正爲了解決官僚和豪族將徭役負擔落在一般百姓身上，故雍正採取了士民一體當差 

的政策。也就是官僚不再享有過往免稅的特權，而且還要繳納賦稅。 

 

將紳衿原有的徭役負擔落在小民身上，在賦役問題上造成貧民於紳衿的矛

盾，以及貧民與維護紳衿特權的封建政府的對立關係。（馮爾康，1992：171）。 

 

雍正二年（1724年）二月， 

 

下令革除紳衿的儒戶的名目，不許監生包攬同姓錢糧，不准他們本身拖欠錢

糧，如敢抗頑，即行重處。 

 

    雍正帝為保護國家統治平民的正當權利，用剝奪紳衿的非法特權平均賦役本身不平的現

象。使清朝政府、紳衿和平民三者的矛盾得到緩衝，維持清朝有效的統治。（馮爾康，1992：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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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  

    本研究立基於「大歷史」的角度，分析在「早熟的大一統」的傳統中國帝制在技術條件、

物質條件與文化條件都是處在於未完全成熟的狀態下，統治者不得不依賴龐大官僚階級統治和

管理大一統的帝國，因而採取了一種「間接式」或說它是「虛」的統治模式。在這種統治模式，

由第三章，大一統的治理難題、第四章，清朝雍正帝的治理，我們可以清楚得知，傳統中國帝

制社會對統治者而言，財政稅收是一個核心的治國難題。從中國過早被逼為一個「大一統帝國」

的這個根源來看，稅收問題在於以下五點的結論重點摘要： 

 

（一）在很早以前，中國就是一個「早熟的大一統」的帝國。「早熟的大一統」的帝國，意在

於地理條件上、技術條件上、物質條件上以及文化條件上等等的不成熟狀態下，就必須

統治廣大的土地以及管理上千百萬的百姓。對於這過早「大一統」的傳統中國帝制國家，

黃仁宇提出了一個相當有趣的分析。他從「技術」的角度提出，中國是一個「政治上早

熟的大一統」帝制國家，在種種條件不足下所造成的問題有一個解決之道。那就是統治

者先以某個治理公式/模式套至百姓中進行統治，行不通或有漏洞時再作修改。這種統

治模式稱之爲「金字塔倒砌」。當然這種先統一後修改的做法是短期性的，長期必定行

不通，因社會因素是不斷地在變遷的。就猶如，本研究關懷的「稅收問題」，統治者也

會應因社會條件的因素而提出不斷地改進，不斷地的修改稅制制度以達到有效抽稅的最

大目的。可是，稅收是一個相當複雜的程序，稅收必須仰賴一群龐大的官僚階級來完成。

接下來的第二點將會説明。 

 

（二）第一點提及「早熟的大一統」的傳統中國帝制國家，統治者在統治和管理這個廣大的帝

制國家，不得不仰賴一群龐大的官僚階級。如前言説的，統治者無法直接統治和管理百

姓，只能被逼採取一種「間接式」或是「虛」的統治模式，原因在於統治者根本上是管

不來的。在那個時代，沒有現代科技的條件，許多現代科技技術可以輕易解決的事情，

在傳統中國在執行上不只是沒有效率也可能沒有效度可言。就如統治者要頒佈新政策而



56 
 

 

言，在現代科技而言，只要透過種種媒介就可以輕而易舉的公告天下。可是這種效率在

傳統社會是極致缺乏的，傳統中國的統治者的新政策還得經過層層往下傳達，時間和效

率都在考驗這種統治模式。更何況若新政策遇到官僚階級為自身利益相左時，必定受到

重重打擊和反對阻力，要推行新政策更是遙遙無期。在本研究的稅收問題上，這種統治

模式的弊病顯現無遺。而且是一種不斷上演的局面——歷朝國庫稅收和國有地日益減

少。從第三章，我們已經清楚知道土地兼併問題會導致自耕農最終成爲逃戶或成爲人身

依附嚴重的大地主下的佃農。這兩者都會導致國賦稅收和國有地銳減，原因在於農地被

大量兼併，成爲官僚階級免稅置產的局面；自耕農成爲逃戶或佃農，田地就成了荒地或

隱田，這些問題都不斷地發生，而且在每一個朝代發展到某一個穩定度或繁榮時，大量

兼併土地就會成爲社會一個鮮明的問題，這種局面，稱之爲一種「附有延續性」社會問

題。這種延續性的社會問題在每朝代都發生，而且還是危及一個皇國的興衰存亡的核心

問題。 

       

（三）借由第二點，我們將繼續説明這種「延續性的」社會問題發生在唐朝和宋朝，筆者將以

此作爲一個例證説明。在唐朝和宋朝都共同面臨了土地被大量兼併，以致大量國有土地

被私有化。在歷朝以來，官僚階級和豪族都用各種手段和法子將土地私有化，並且與地

方官員互相勾結將稅收攤給百姓或仗著自身為官僚階級可以免稅就大量置產買田地。這

當然也發生在唐宋兩朝。針對這個稅收問題，唐朝中期推行了兩稅制，簡化稅收程序將

丁徵改爲按畝徵收。在進行期間，稅收狀況頗有見效，為國家的稅收和國有土地有增加

的跡象。可惜沒過多久，統治者又不斷地增加附加稅收，而且這制度有觸及官僚階級的

切身利益，最終受到反對和阻攔。而在宋朝也同樣面對這種財政稅收的問題。宋朝的土

地兼併是最嚴重的一朝，因爲宋朝重稅賦，逃戶問題延續唐朝下來沒有改善過；其二就

是宋朝是一個不立田制的朝代。它不關心土地是誰擁有的，致使土地成爲隱田，而漏稅

的問題也日益嚴重。後來雖有提出方田稅制，但又因爲稅制本身觸及「富者地愈廣而賦

愈輕」的痼疾，受到朝中官員反彈，而最終宣告失敗。由以上可知，在「早熟的大一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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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帝國的統治者非仰賴官僚階級統治不可的情況下，一旦觸及官僚階級的切身利益，即

使稅制是合時宜、對國家財政稅收都有效，也無法順利推行。那是因爲統治者都不想落

下不聼百官薦言、爲所欲爲或嚴苛之極的「暴君」的駡名。二來這政策執行面是仰賴官

僚群的，他們不盡力推行，甚至群臣施壓反對，統治者最後也都妥協，而問題就不了了

之，財政稅收也日益惡化，致使皇國步上衰亡。 

 

（四）由以上幾點可知，作爲統治者在實施這種「間接式」或「虛」統治下，稅收問題是一個

核心的統治問題。統治者如何從百姓手上抽取錢糧至國庫，在經過官僚階級手上，卻可

以遏制他們從中中飽私囊、上下其手的這個問題成爲所有統治者至關重要的統治學問。

在清朝同樣的面臨了各朝會出現的土地兼併和隱田的問題。爲此，康熙頒佈了「盛世滋

生人丁，永不加賦」，將地畝和人丁浮動大的問題不再納入稅收要處理的問題中。也就

是說，因爲未來國家增加的新生兒不需要要賦稅。將百姓安定在土地上，不必成爲逃戶，

此政令有助於安定百姓和生産上。但因爲將稅額固定，所增加的人口並不能為國家帶來

更多的稅收。爲此，國家可動員和收取的賦稅是有限的。尤其在康熙繼位後，發起的戰

爭前前後後好幾場（如，三藩之亂、收復臺灣、晚年出兵定西藏，屯重兵於青海以防准

噶爾等等），到康熙六十一年，僅留 800萬兩給雍正帝，這當中更顯示在國家有限資源

下的問題會致使國家迅速衰落。若不是雍正帝採取鐵腕政策，嚴厲追討國庫錢糧，補足

虧空，大力挽回大清財政的慘狀。大清還會不會有乾隆盛世可言！ 

 

（五）如上一點所說，雍正帝繼位元月就下達全面清查國庫虧空的命令，同年，就開始在多個

省份實際執行「攤丁入畝」的稅收政策。爲了追討國庫欠銀，他可説是窮追不捨，無情

面可說。從限期還款、抄家沒收財產、殺頭懲貪再到官員親友攤還都一一顯示雍正帝都

鐵了心要嚴厲治吏、全面追討國庫錢糧。在稅收方面，因實施「攤丁入畝」，將人丁稅

攤入地畝稅。也就是擁有的土地越多相對要繳納的賦稅就更多。這制度對貧丁來説減輕

了負擔，也減少不少人身依附問題。這制度當然對那些擁有大片土地的官僚和豪族們，

是一種很大的打擊。可是遇到鐵腕皇帝的嚴厲手法，且雍正帝還在當雍親王時，已有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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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一筆人馬為他傚犬馬之勞。所以官僚群無法利用凍結或過多的壓力來抗衡雍正帝。

在稅制發展史上，這種土地稅制的改革是極有意義的，因爲它反映了以人丁為徵稅對象

的落後稅法，必然要被以資產（主要是土地）為徵稅對象的先進稅法所取代的發展趨勢。

爲此，雍正帝會有兩种極端的評價：對於他致力推行種種政策的手段——落下了極嚴

苛、鐵腕的「暴君」；但在大歷史地角度，他確實極爲認真、積極改革的「明君」。 

 

    本研究至此，筆者得到了一些心得和總結。在傳統中國帝制的社會裏，土地兼併是常有的

事，對國家而言，它之所以成爲社會問題是因爲它讓國家利益受損，國家沒辦法順利抽到稅收

就無法讓國家和百姓在安定的生活狀態下發展和生活。致使統治者必須採取一些手段才能緩和

或抽到百姓的賦稅，而不致於讓官僚和豪族階級過多地奪取國家資源。再説，早熟的大一統帝

國，要管理怎麽多人，在統治上和管理上本來就有一定的難度。而且在所謂「間接式統治」帝

國，統治者一切政策的執行都假手於人，除非如雍正帝般的採取鐵腕改革的統治方式。不然一

旦觸及官僚和豪族階級的利益，政策就難以推行了。再看，雍正帝在財政稅收上的治理確實挽

回了康熙晚年的大清財政的慘況，可是卻得到駡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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